培智学校教师的个别化教学实践与观念：基于上海市六所学校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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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个别化教学是特殊教育的基石。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索上海市6所培智学校31名小学段语文和数学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看法及其实践。通过对访谈、教案和课堂视频数据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归纳出四个主题，涵盖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价值认同、面向班级整体的主导教学模式、分层调整的回应方式，以及实践面临的多方面挑战
本研究进一步对个别化教学实践、教师观念与影响因素三个研究问题进行跨主题的整合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实践层面，个别化教学计划（IEP）虽在学年或学期初得到一定落实，但在日常教学中未能持续转化为教学决策依据，个别化教学主要以嵌入方式存在于以班级整体推进为主导的课堂结构之中，未能形成以学生个体需求为起点的独立教学设计逻辑；同时，教师采用以能力分组为基础的分层教学、以日常观察与经验判断为主的学生评估、以小组为单位的教学调整，对重度障碍学生的支持不足。在观念层面，教师虽认同个别化教学的价值，但这种认同未转化为以个体需求为主导的教学实践，呈现出一定的知行落差。在影响因素层面，环境因素（如班额、助教资源）、学生因素（如学生异质性）以及教师因素（如教学理念）等共同构成多重约束；即使在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班级中，传统的班级整体教学仍占主导，表明困难不仅源于外部条件，更与教师信念及教学决策逻辑向密切相关。
综合来看，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呈现出“起点个别规划—过程集体主导—局部调整嵌入”的实践形态，其实施困境本质上体现为“个别化教学逻辑”与“集体推进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与集体推进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个别化教学在课堂中以嵌入与依附的方式运行。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个别化教学的嵌入依附模型”，从背景、机制、结果三个层面揭示个别化教学在培智学校教学中的运作机理。
因此，改进个别化教学不能仅靠局部实践或增加资源、培训，而需要围绕“如何让个别化逻辑在课堂运行中占据主导”进行系统重构。本研究据此提出了培智学校提升个别化教学质量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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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个别化教学（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是针对学生个体的身心特点提供的满足其独特需求的教学，它的主旨是“适应并发展学生的差异性和个别性”（肖非，2005）。个别化教学被认为是特殊教育的基石和有效特殊教育实践的最重要特征（Landrum & McDuffie, 2010）。从理论上说，特殊教育的对象（特殊儿童）之间存在显著且多样化的差异，因此需要教师全面评估每个学生的能力、需要、兴趣等，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目标、方式、进度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学生都获得合适的教育, 取得最大限度的进步。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对于特殊儿童来说，个别化教学的应用能够有效地减少问题行为，提高课堂参与度，促进技能习得（例如，Collins et al., 2011; Dunlap & Kern, 1996; Ferro et al., 1996; Lee et al, 2010）。 
近年来，随着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培智学校的个别化教学已从理念倡导转向实践刚需。伴随轻度智力障碍学生更多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培智学校的教育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服务主体由以轻度智力障碍儿童为主，转变为以中重度发展性障碍儿童为主，包括智力障碍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多重障碍儿童等。新的学生群体障碍类型多、障碍程度重、特殊需求复杂、个体间差异极大，给培智学校教育教学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在教学中兼顾学生差异、关注个体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殊教育领域的个别化教学理念和实践起源于西方。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医生伊塔德对野孩维克多进行的个别训练可以看作是早期意义上的个别化教学。1975年，美国通过《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从法律上确认了个别化教学在特殊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并明确规定各州必须为每个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制定一份书面的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此后，为特殊学生制定IEP、提供个别化教学的做法逐渐在世界各国推广。20世纪80年代，个别化教学随回归主流等西方特殊教育理论传入我国，并获得日益广泛的政策支持。《残疾人教育条例》（2017）明确提出，应根据学生残疾状况和补偿程度实施分类教学，并在必要时制定符合残疾学生身心特性和需要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实施个别教学。

在对个别化教学表现出兴趣和支持的同时，也有特殊教育学者对其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有效实施表示担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常被认为是可能影响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之一。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认为教师应当调整教学以适应个体的不同能力、兴趣、需求（Cheng, 1998）。而在集体主义文化占主导的中国，教育系统更多体现出一致性和统一性的特征，教师更关注学生集体的发展，强调学生应该调整自己以达到社会对公民的统一期望（Cheng, 1998；丁怡，2001）。个别化教学根植于西方个人至上、追求个性教育的文化土壤，立足于个体考虑问题，这与我国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传统教学理念并不匹配，因此个别化教学的理念可能不易被广大教师真正内化为教学行动。此外，学者们还从课程结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专业能力、家校协同以及资源条件等方面，分析了个别化教学在我国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多重挑战（丁怡，2001；Ding et al., 2006；盛永进，2005；肖非，2005）。

由此引发一系列关键问题：在实际教育教学中，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究竟是如何理解与实施个别化教学的？学者们基于理论推演与经验判断提出的上述制约因素，是否在实践中构成真实制约？如果是，核心作用要素又是什么——是资源条件等外部支持问题，教师专业能力问题，还是更深层的、基于文化的课堂运行逻辑与教学决策问题？个别化教学在培智学校的运作机理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应如何促进个别化教学的有效开展？
然而，文献分析显示，已有研究尚不足以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充分的实证基础（详见文献综述部分），尤其缺乏对教师教学决策过程的深入考察，以及对其背后深层教学信念与实践逻辑的系统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聚焦培智学校小学段“生活语文”和“生活数学”两门主要科目（后文简称语文和数学），综合运用教师访谈、教案与课堂录像分析的方法，系统考察个别化教学的实施状况、教师观念、以及面临的现实制约，为个别化教学在培智学校的有效运作提出具有情境适切性的改进建议。
（二）研究的目的、问题和意义
本研究聚焦上海市培智学校小学段（1~6年级）语文和数学课堂，系统考察培智学校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理解与看法、实施个别化教学的实际状况，以及影响其实施的现实因素——尤其是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

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 
问题一：上海市培智学校小学语文和数学教师实施个别化教学的现状如何？
问题二：这些教师如何理解和看待个别化教学？
问题三：在培智学校中开展个别化教学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影响其实施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问题四：培智学校如何更有效地开展个别化教学？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有助于揭示个别化教学在培智学校情境中的运行机理及其在本土特殊教育体系中的实践困境和实现条件，从而为相关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细化与发展提供实证基础。第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通过对一线教学实践的深入分析，识别当前个别化教学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从教师教学改进、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等维度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为培智学校提升个别化教学的系统性与有效性提供参考。
（三）概念界定
1. 个别化教学
个别化教学是指旨在满足学生个体差异需求的教学。本研究采用广义的个别化教学概念，即个别化教学是指任何关注到学生个体差异，并调整教学以匹配学生特点的实践。个别化教学包括两个基本要素：（1）学生评估：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法识别学生的能力、兴趣、需求及其他个体特征；（2）教学调整（定义见后文）。
个别化教学具有多种实践形式和不同实施水平。在本研究的广义框架下，差异化教学、分层教学等可视为个别化教学较低实施水平的实践形式。有关个别化教学定义的更详细讨论见文献综述部分。
2. 教学调整

教学调整（instructional adaptations, 有时简称为调整）指教师为适应学生的差异需求，对教学任何环节或组成要素的改变。改变的对象包括学习内容的顺序和范围、学习目标、教师和学习者角色、学习环境、分组形式、时间和进度、学习活动和任务、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评估方式等（Janney & Snell, 2011）。
3. 培智学校

在我国，培智学校最初是为智力障碍儿童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其学生群体主要为发展性障碍儿童（定义见后文）。
4. 发展性障碍儿童

在本研究中，发展性障碍儿童指具有以下类型障碍的儿童：智力障碍、自闭症、多重障碍（如智力障碍伴随肢体障碍、自闭症伴随肢体障碍）（Browder et al., 2011）。

5. 中重度发展性障碍儿童和重度障碍儿童
中重度发展性障碍（moderate and severe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指发展性障碍儿童中智力障碍程度为中度至极重度（包含中度、重度与极重度）的一部分儿童，有时也简称为重度障碍（severe disabilities）儿童（Browder et al., 2011）。
二、文献综述
这部分对国内外有关个别化教学的文献进行梳理，包括三个部分：（1）个别化教学的概念，（2）国外个别化教学的历史、最佳实践和实证研究，以及（3）国内个别化教学的实践和研究。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什么是个别化教学？（2）有效的个别化教学具有哪些特点？（3）个别化教学相关的实证研究的现状如何？研究者使用了哪些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有什么发现和不足？
（一）什么是个别化教学
无论是在普通教育还是在特殊教育文献中，学者们都认为“一刀切”的教学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教学应当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个观点体现在许多不同的术语和概念中。英文文献中常见的术语有“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personalized learning”“adaptive teaching”“instructional adaptations”等；中文文献中常见的术语有“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个性化教学”“分层教学”等。仔细研究这些术语的定义可以发现它们在使用上的不统一。在不同学者的著作里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个术语有不同的定义、指代不同的概念；而有时候不同的术语被用来表示相同的概念。另外，在介绍国外理念和经验时，我国学者对同一个英文术语的翻译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文献中存在着一个共识，即：这些术语，无论它们的何种定义，指向的都是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代表着教育教学中与严格的标准化和统一性相对立的观点和实践，它们的基本目标都是使教学与个体学习者的特点相匹配，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个别化教学”（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是其中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它也有许多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大致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对个别化教学进行狭义理解的学者通常将其定义为应对学生个体差异、满足学生不同需求的某种或某类方法，如1982年出版的《美国教育百科全书》将个别化教学定义为“在教师引导下允许学生按自己的速度前进的教学方法”。还有一些持狭义理解的学者将个别化教学与其他相似术语进行区分。例如，在Tetzlaff et al.（2022）的研究中，个别化教学指为每一个学生个体提供的有区别的教学，差异教学（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则指以小组为单位提供的有区别的教学。又如华国栋和华京生（2019）认为个别化教学与差异教学在立足点、理论基础、教学设计思路方面有所不同，个别化教学的设计是从特殊学生的IEP出发，而差异教学的设计是从共性的课程标准出发。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广义上理解个别化教学，将个别化教学作为一个涵盖了所有相似术语代表的概念、观点、方法的概括性术语来使用。例如，Landrum & McDuffie（2010）将个别化教学宽泛地定义为“将教学与个体需求相匹配的做法”，并认为差异教学（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只是在个别化教学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扩大了个别化教学的应用范围和广度，为个别化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黄志成（1992）将个别化教学定义为“所有适应并注意个性发展的教学”，认为个别化教学“试图打破僵化的传统班级教学，采用较灵活的方式，使教学适应学生学习的个别差异”，并介绍了多种不同的个别化教学模式。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将个别化教学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来使用，将个别化教学定义为任何注意到学生个体差异，并试图使教学与学生个体特点相匹配，以满足学生差异需求的程序和方法。个别化教学与个别教学（individual instruction）不同。个别教学是指学生和教师一对一互动的教学组织形式；而个别化教学可以在集体教学、小组教学、个别教学等多种组织形式下开展。
个别化教学有不同的实践形式，这些做法具有相同的内核，但在许多方面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个别化教学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同一年龄的儿童具有不同的认知和情感特点……不能期望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时间内，学习相同的内容”（Jeter, 1980a）。个别化教学关注并立足于学生的个体差异，但人们对哪些个体差异是与教学相关的、应当作为个别化教学时考虑的因素却有不同的看法。例如，Tomlinson（1999）认为差异教学需基于学生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准备水平（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兴趣、学习风格；Landrum & McDuffie（2010）则反对将学生的学习风格作为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的基础。又如，在发展性障碍学生的教学中，教师考虑的学生特点范围更广，还包括学生的身体和健康状况、语言表达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行为特点等方面的优势和弱点（Snell & F. Brown, 2011）。 

其次，个别化教学实践都包含两个基本元素：（1）学生评估（以确定个体特征和需求），以及（2）教学调整（以满足个体需求）。评估学生和教学调整的具体方法则多种多样。个体特征和需求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估方法来确定。非正式方法主要依靠教师的“直觉”对学生的需求做出判断，通常是在课堂上临时做出的，而非系统规划的，如在课堂上某位学生回答错误，教师判断该生没有掌握学习内容，再次进行教学（Parsons et al., 2017; Weber, 1977）。而在正式的评估中，教师系统、有计划地收集和分析学生表现数据，并依此做出教学决策（F. Brown et al., 2011; Weber, 1977）。正式和非正式的评估对个别化教学都很重要。
教学调整（instructional adaptations）是有效个别化教学的核心。文献中有关教学调整的术语（“curricular adaptations”“instructional adaptations”“instructional adjustments”“accommodations”“modifications”“调整”“调适”等）也存在定义不统一的现象。本研究用“教学调整”这一术语（本文中有时简称为“调整”）表示教师对教学过程任何环节或组成要素的改变或调整，以适应学生的差异需求。改变的可以是学习内容的结构、顺序和范围，学习目标，教师和学习者角色，学习环境，分组形式，时间和进度，学习活动和任务，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评估和评价方式等（Janney & Snell, 2011; Talmage, 1985; Udvari-Solner, 1992）。在实践中，教师可能对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进行调整，也可以用多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调整。例如，在某些个别化教学模式中，学生需要使用相同的材料学习相同的内容，达到相同的标准，但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其他模式中，学生可能需要学习相同的内容，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学习成果；还有一些模式为不同的学生指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或者允许学生选择他们将要学习的内容（Gibbons, 1970; Jeter, 1980a）。
个别化教学存在一个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即每一个学生的所有个别需求都得到满足。但在现实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个别化教学通常无法达到这个理想状态，教学的个别化程度有高低之分。教师考虑的学生特点和需求的范围不同，个别化教学的对象范围不同（为每个需要的学生还是选择一部分学生提供个别化教学），提供教学调整的频率、时间不同（在所有时间还是仅在某些活动中关注学生的个体需求），对教学进行调整的范围和方式不同，都可能影响个别化教学的程度和水平（Gibbons, 1970; Heathers, 1977; Talmage, 1980）。
概念框架：综上所述，基于文献发现：个别化教学由两个基本元素组成：学生评估和教学调整；个别化教学不是单一的模式或状态，而是具有多种实践形式，有不同的实施水平。这个概念框架为本研究的设计以及数据的分析和解读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国外个别化教学的相关研究
由于特殊教育领域的个别化教学理论和实践发源于美国，这部分主要讨论美国的个别化教学的相关文献。首先梳理美国个别化教学的发展历史；然后对特殊教育领域的个别化教学、特别是发展性障碍儿童的个别化教学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包括特殊儿童个别化教学的最佳实践和特殊儿童个别化教学的实证研究。
1. 美国个别化教学的历史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就有一些个别化教学的元素。例如，在只有一间教室的不分年级的学校里，各个年龄的学生都在一起学习，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教材，然后向教师一对一地复述他们所学的知识（Grinder & Nelsen, 1985; Grittner, 1975）。这个时期的“个别化教学”主要是出于必要性和教师的直觉，而不是系统设计的。19世纪中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按年龄划分年级的学校在美国成为主流。在这样的学校里，同年级的学生被期望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时间内学习相同的材料，个体差异被忽视（Blake & Mcpherson, 1973）。
为了改变“分级”学校中“齐步走”、统一化的教学，美国教育界在19世纪后期开始了对个别化教学的有意识探索。我国学者一般将美国个别化教学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黄志成，1992；姜新生，2010）。第一阶段（19世纪末起）为尝试阶段，这时的个别化教学主要是通过对学校、班级组织形式的调整来减少学生差异的范围和程度，如半年或一个季度对学生的年级进行调整、多轨制（multi-track）、能力分组、特殊班等（Whipple, 1925）。在这个时期，轻度残疾的学生按照障碍类别的不同，被安置在补习班、特殊班、特殊教育学校等场所学习（Dunn, 1968年; Winzer, 1993）。与此同时，重度障碍儿童被送进机构隔离，很少接受特殊教育服务。
第二阶段（20世纪初）为实验阶段，这是美国个别化教学的第一个高潮阶段，强调教师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使教学能够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个别化教学模式是道尔顿制和文纳特卡制，它们都主张废除课堂讲课方式，以学生自学为主，学生可按自己的速度学习。
第三阶段（20世纪60、70年代）为多样化阶段，是美国个别化教学的又一个高潮阶段，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个别化教学理论、方法和模式，如掌握学习（mastery learning）、个别化指导教育（Individually Guided Education, IGE）、程序教学（programmed instruction）、个人化教学系统（Personalized System of Instruction, PSI）、按需学习项目（Program for Lea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Needs, PLAN）等。在这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开始），去机构化、回归主流运动逐渐兴起，特殊教育界开始倡导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而不是障碍类别为特殊儿童提供教学（Dunn, 1968; Herrick, 1973; Winzer, 1993）。1975年，美国通过了《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该法案规定所有特殊儿童都应在最少限制的环境中接受免费和适当的公立教育。此后，重度障碍儿童也开始进入公立学校学习，个别化教学被正式认定为特殊教育的核心要素。 

在美国个别化教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个别化教学实践，但影响最大、使用最广泛的主要是两类：一是能力分组；二是个别化教学系统（individualized systems of instruction），上面提到的IGE、PSI、PLAN等都属于这一类。下面对这两类个别化教学模式或方法进行简单分析。
能力分组。能力分组又叫同质能力分组，是指根据学生能力和成就水平的相似性将学生分组进行教学的实践，包括班内分组、年级内分组和跨年级分组（Kulik, 1992; Steenbergen-Hu et al., 2016）。能力分组的目的是减少一个班级里学生差异的范围，“使个别化教学成为可能”（Jeter, 1980b）。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力分组是美国教师最常使用的“个别化教学”措施。但在其出现之初，这一做法就受到很多批评。人们认为学生的差异非常复杂，很难形成真正的同质群体，无论怎么分组，学生差异都不会消失，而且能力分组可能使教师更容易忽视组内存在的个体差异（Kulik, 1992）。能力分组对低能力组的学生危害很大，这些学生可能缺乏高能力组学生提供的榜样和刺激，教师对他们的期望较低，提供的教学质量较低，可能导致污名、负面的自我概念和对学校的消极态度（Allington, 1983; Slavin, 1987）。目前，关于能力分组的有效性和弊端，研究尚无定论，争论仍在继续（Steenbergen-Hu et al., 2016）。一些研究人员达成的共识是，当满足以下条件时，能力分组可能会对学生有益：（1）分组不是固定的，教师能够灵活调整小组成员；（2）分组是基于学生在所学具体内容上的能力水平和多种学生特征；（3）分组必须伴随对不同小组的不同教学措施（教学调整）（Slavin, 1987; Tieso, 2003）。
个别化教学系统。个别化教学系统有一些共同特点，如依赖预先确定的单元学习材料，使学生能够按自己的水平和速度进行独立学习（Bishop, 1971）。研究表明，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这些系统的整体效果不尽如人意（Bangert et al., 1983; Miller, 1976; Schoen, 1976）。研究者们指出个别化教学系统存在的一些缺陷。例如，在多数个别化教学系统中，所有学生都使用相同的、预先设计好的学习材料，且大部分时候主要的教学方法是“以文本为基础的独立学习”，因此，学习内容、材料和教学方法上的个别化非常有限。另外，对个别化系统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一些有效教学必要元素的缺失，包括：教师的直接教学不足，过多时间被用于管理而不是教学和学习，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不够，强调基础技能而忽视高阶技能的学习等（Kepler & Randall, 1977; Slavin, 1984）。
为了弥补上述个别化教学实践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涌现出许多新的满足学生差异需求的教学思想和模式。它们更强调教学从设计之初就要具有灵活性、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以满足学生群体的多样性需求。合作学习小组（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s; Johnson & Johnson, 1999）、灵活分组（flexible grouping; Flood, et al., 1992; Hoffman, 2002）、差异教学（Tomlinson, 1999）、通用学习设计等方法都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有学者认为这是个别化教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将它称为“后个别化教学”阶段（史耀芳，1994）。
通过对美国个别化教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及个别化教学实践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首先，教学整体上的高质量是有效个别化教学的基础，不应该为追求教学的个别化而牺牲其他有效教学的元素。其次，教学调整是个别化教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组织形式”的改变（如学生分组、教师协同）可以促进教学的个别化，但仅靠这些手段不能保证有效的个别化教学。第三，一个具有灵活性、选择性的教育教学系统，是个别化教学成功的关键。
2. 美国特殊学生个别化教学的最佳实践
美国的特殊教育学者基于个别化教学的实证研究、理论和经验对如何开展个别化教学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最佳实践的建议。接下来对这部分文献进行回顾，重点关注与中重度发展性障碍学生相关的实践，内容涉及：（1）个别化教学的流程和各个步骤的实施建议以及（2）个别化教学的两个基本元素，即学生评估和教学调整的相关建议。

2.1 个别化教学的程序：以IEP为核心
在特殊教育文献中，对个别化教学流程和步骤的描述大同小异，这里按照Giangreco et al.（2011）的建议，将个别化教学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1）初始计划阶段，学生的教育团队为学生制定IEP作为其未来一年教育的蓝图；（2）实施、监控和修订阶段，教师参照学生的IEP，进行“更细致、持续的教学计划”，实施教学，并监测学生的进步情况，然后根据需要修改教学计划和IEP。下面对这两个阶段的实践做具体介绍。
初始计划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的教育团队在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评估的基础上，为其制定IEP。美国《残疾人教育法案》要求学校为每一位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制定IEP，以确保他们接受个别化的、适当的教育（IDEA, 2004）。Yell & Stecker（2003）认为IEP既是一个为学生制定解决其独特需求的教育方案的过程，也是一份方案蓝图的书面文件。根据《残疾人教育法案》的要求，IEP必须包含以下关键内容：学生目前学业水平和功能性表现水平的相关描述，可测量的年度目标和短期目标，评估学生年度目标达成情况的计划，将要提供的服务（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补充性辅助和服务等）的说明，以及服务的开始日期、频率、持续时间和地点。这些IEP中记录的内容“为教学确定了总体方向，并为制定详细的日常教学计划提供了依据”（F. Brown et al., 2011）。
确定学生的个别化学习内容和目标是制定IEP时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也是个别化教学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重度障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他们需要个别化的课程 (Dymond & Orelove)。在美国，有关重度障碍学生应该“学什么”的观点，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Browder et al., 2004）。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此时对重度障碍儿童的公立教育刚刚开始，发展性课程模式（developmental curriculum approach）占据主导。教师使用发展量表评估学生在一系列按正常儿童发展顺序排列的技能上的表现，将学生刚好不能掌握的技能作为教学的起点。人们很快发现这个模式的问题，例如，学生一直停留在学习一些量表上的无意义的、与年龄不相符的技能（如“把三块积木叠高”）。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功能性课程模式（functional curriculum approach）兴起（L. Brown et al., 1976）。它的主要做法是通过生态评估（ecological assessment），考察每一个学生在他当前和未来所处的环境（家庭、学校、社区、职业环境）中正常生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将个人需要又未掌握的技能作为教学的内容；主张学习内容必须是与年龄相符的、功能性的、有意义的（能帮助学生参与日常活动、能帮助学生在未来有意义地生活）。与发展性课程模式不同，功能性课程模式不是从既定的一系列技能出发，而是从学生在环境中的真实需求出发；它是一种高度个别化的课程模式，也一直是重度障碍儿童教育领域公认的最佳实践之一（Ayres et al., 2011; F. Brown et al., 2011; Giangreco et al., 2011; Ryndak, 2003）。功能性课程关注的功能性技能包括生活技能、社会融合、自我决定等。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普通教育课程中的学业（学科）内容被纳入重度障碍儿童的课程。法律要求特殊学生必须有机会学习其年级水平的普通教育课程。专家建议教师在IEP中列出与州学业内容标准相关的个别化目标，制定基于标准的IEP（McDonnell & Copeland, 2011）。虽然一些学者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导致重度障碍学生的课程由标准驱动、而不是由个体需求驱动（Ayres et al., 2011）；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教师需要把普通教育的学业技能要求与学生在其环境中的“适应”需求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两者结合的途径（Ayres et al., 2011; Browder, 2012; Collins et al., 2011; Hunt et al., 2012）。McGregor（2003）把这些途径分为两类：（1）基于标准的方法（standards-based approach），教师从年级水平的学业标准出发，根据学生的需求对标准进行调整或扩展；（2）参照标准的方法（standards-referenced approach），教师首先通过生态评估确定学生的个体需求，然后确定与学生需求有关联的年级学业标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重度障碍学生的课程必须：（1）是个别化的；（2）具有一定的广度，包含学业技能、功能性技能和基础技能的教学（各类技能在课程中所占的比例也应是个别化的）；（3）是有意义的、实用的、适龄的；（4）有恰当的难度水平（Downing, 2005; Giangreco, 2011）。
实施、监控和修订阶段。一旦制定了学生的IEP，教师需要在日常教学中基于IEP制定教学计划，如确定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时间、教学环境和人员、教学活动、教学方法和材料、评价和进步情况监测的方式等；然后实施教学，并根据学生的进步情况修订教学计划甚至是IEP。关于如何基于IEP实施日常教学的具体流程和步骤，学界并无明确的最佳实践指南，但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决策环节有许多讨论。一般认为，教师可以将IEP目标的教学嵌入到为大多数学生设计的共同学校或课堂活动中（Downing & Eichinger, 2003），也可以专门为教授某个IEP目标设计相关的活动让一个或所有学生参与（McDonnell & Copeland, 2011）。另外一个重要决策是确定教学方法和材料。专家们强调教学方法和材料的选择需是个别化的，要根据学生的个体特点和需求选择有效的教学策略。对于重度障碍学生来说，除了对大部分学生有效的“一般性”教学方法和策略，往往需要更专业、更特殊、强度更高的教学和支持手段，如系统教学（包括辅助、强化、错误纠正等基于应用行为分析的教学技术; Janney & Snell, 2011; Collins, 2021）。
2.2 学生评估

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和能力水平是个别化教学的基础。在为特殊学生计划和实施个别化教学时，两种类型的评估起着重要的作用：（1）为制定IEP开展的“初始”评估；（2）教学过程中用于学生进步情况监测的、持续的形成性评估（F. Brown et al., 2011）。教授重度障碍学生的教师可以使用多种方法进行这两类评估，如生态评估、课程本位测量（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检核表（checklist）、对学生行为的直接测量等（F. Brown et al., 2011）。

2.3 教学调整

美国特殊教育文献中有关教学调整的理论探讨主要聚焦于教学调整的类型、教学调整的决策流程、教学调整的原则。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教学调整进行分类。例如，有些学者按照调整使用的对象范围进行分类，他们将教学调整分为典型调整或常规调整（typical/routine adaptations）以及充分调整或专门调整（substantial/specialized adaptations）。典型或常规调整是指针对整个班级的、或微小的调整；而充分或专门调整则是针对某个学生的独特需求所做的个别化调整（Scott et al., 1998）。也有学者根据调整的程度分类，按照调整是否显著改变学习内容和目标，将调整分为调适（accommodations）和修改（modifications）。调适不改变学习内容或期望学生达到的目标水平，只是调整教学或评量的呈现方式或学生的表现和表达方式；修改则是对学习内容及期望学生达到的目标水平的显著改变（Friend & Bursuck, 2011; Janney & Snell, 2011）。Giangreco et al.（2011）进一步提出，按照调整类型的不同，一个学生在某个时间点有四种参与课堂方式：（1）不需要调适，（2）只需要调适（不需要改变课程内容），（3）只需要修改，（4）既需要调适也需要修改。

许多学者按照教学过程的组成要素对调整进行分类。这些学者通常提出一套完整的调整理论模型，为教师提供操作指南；模型的内容包括调整的类型（对教学的哪些方面进行调整）、决策流程和其他一些操作要点（Janney & Snell, 2011; Udvari-Solner, 1992; 1996; Wehmeyer et al., 2001）。例如，Udvari-Solner （1992）提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对教学进行调整：教学组织形式（集体、小组、一对一教学等），教学形式（讲座和演示、讨论、游戏和角色扮演等），教学环境，教学目标和学习结果，教学材料，人员支持的水平和类型，替代的活动。Udvari-Solner （1996）还提出了教学调整的决策流程，包括以下步骤（1）确定学生的个别需要、优势和长短期目标（制定IEP）；（2）确定在特定学科、主题、单元和活动中针对该生的教学内容；（3）确定教学方法和需要的调整。在步骤（3）中，教师需要首先判断该生能否在不提供调整的情况下正常参与教学活动；如果不能，则设计教学调整，包括：确定个别化教学目标，以及选择满足个别需求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形式、环境、材料、人员支持类型和水平；如果这些调整仍不能使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则设计其他替代的活动。
Janney & Snell（2011）提出的模型则将调整分为三大类：课程调整（curricular adaptations）、教学调整（instructional adaptations）和替代性调整（alternative adaptations）。“课程调整”是指学习目标的调整，它包括（1）简化目标，即学习的课程内容相同，但降低目标的难度或减少目标的数量；（2）替代目标，即学习不同的课程内容，包括功能性技能、基础技能（动作、社交、沟通等）、补充性技能等（问题解决、自我管理等综合技能）。“教学调整”是指对教学过程和活动的改变，包括改变教学组织形式、传递教学内容的方法和材料、对学生的任务要求、人员支持、物理和社交环境等。“替代性调整”与Udvari-Solner （1996）模式中“替代的活动”类似，它指学生不和班级大部分学生一起参加共同的活动，而是参加在教室里或其他场所进行的其他活动，如预习、课堂教学的扩展和强化、缺陷补偿和矫正、社区教学等。Janney & Snell（2011）提出了教学调整的四步骤，包括：收集和共享学生和班级信息，确定何时需要调整，计划和实施调整，监测学生进步情况、评估调整的效果。
还有学者单独讨论某一教学元素的调整方法。在重度障碍儿童教育领域讨论比较多的是教学内容和目标的调整。学者们一般认为当一个学生和班级同学参加共同的教学活动时，对教学内容和目标的调整有以下几种方式（个别化课程与共同课程的关系）。第一，不调整内容和目标难度，只改变学生的表达和反应方式或辅助水平等，如允许更多的时间完成任务、允许口语表达有困难的学生使用扩大和替代性沟通系统，在学生写作时提供图片形式的写作提示，在完成练习时提供同伴或助教辅助等。第二，多水平课程教学 （multilevel curriculum/instruction）指学生的个别化目标和其他学生的目标出自同一个领域或学科，但目标的难度水平和数量不同。第三，重叠性课程（overlapping curriculum），是指学生学习不同领域或学科的内容（Baumgart et al., 1982; Ayres et al., 1992; Giangreco et al., 2011）。
总之，学者们对教学调整按元素分类的方法不同，产生的类别体系不胜枚举，但总的来看，它们都包括教学内容和目标的调整、教学方法和材料的调整、人员支持的调整、环境的调整，替代性活动等。
另外，学者们对调整的原则和高质量调整的标准也有较多共识。首先，他们认为调整应当满足学生的个体需求，促进学生在共同课堂活动中的有效参与，促进学生个别化学习目标的达成。这就要求教学调整必须建立在教师对学生特征、课堂要求、以及有效教学实践的了解的基础上。其次，他们认为应当尽量做最小的调整，最大程度地确保调整后的学习环境是“正常”的，例如，如果能在共同的活动中调整教学就不要设计替代性的活动（Janney & Snell, 2011）。Kurth & Keegan （2012）补充了额外的质量指标，包括易于使用（要求较少的准备时间和资源），使用流程清晰、简单，以及强调学生所需的支持、而不是强调学生的不足。
以上对美国特殊教育领域有关个别化教学的最佳实践进行了回顾，包括个别化教学整体流程、学生评估和教学调整的最佳实践，这些信息为本研究数据分析和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如将本研究发现的实践现状与最佳实践进行比对）。
3. 美国特殊学生个别化教学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者组合使用“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和特殊教育相关的关键词（如“special education”“disabilities”）在web of science、EBSCO 总平台等数据库搜索文献，检索到的相关实证研究很少。说明特殊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很少直接使用“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这个术语对个别化教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个别化教学是特殊教育的基石和核心理念，特殊教育领域很大一部分的实证研究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在探讨如何满足特殊学生的个别需求，如对评估方法的研究以及对有效教学和干预策略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或建立在个别化教学理念的基础上，或融入个别化教学的元素。可以说如何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个别化教学这一议题贯穿了特殊教育研究的历史。如果将这些研究都纳入文献综述，则超出了本文的篇幅，因此这部分仅对与本研究最相关的概念“教学调整”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
美国特殊教育界对教学调整的研究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这时随着美国普通教育运动（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的兴起，原来在特殊班或资源教室接受一对一教学的轻度障碍学生（学习困难学生、情绪和行为障碍学生等）开始大量进入普通班级学习。特殊教育学者们意识到必须为这些学生提供必要的教学调整，才能保证他们在普通班级也接受恰当的个别化教学。他们开始研究融合环境中普通教师为这些学生提供教学调整的情况以及教师对各种教学调整策略的接纳度，大量实证研究在80、90年代涌现（例如，Baker & Zigmond, 1990; Munson, 1986-1987; Schumm et al., 1995）。

这些研究大多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也有使用观察、访谈等其他方法。Scott（1998）对这些研究做了综述，他发现：此类研究大多从价值（有效性）以及合理性（可行性）两个角度考察教师对不同教学调整策略的接纳度，结果显示教师对教学调整的价值和有效性总体上持积极的态度，且普遍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相较于接纳度，这些策略的实施水平较低，课堂以无调整的集体教学为主；教师倾向于使用那些对全班都有帮助的、且不需要很多时间准备的策略，针对特殊学生个别需求的调整策略可行性评分较低、使用得更少。在众多原因中，缺乏培训和技能、缺乏学校的支持是教学个别化程度低的主要原因。
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法律对特殊学生学习年级水平的普通教育课提出要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融合环境以及特殊班级中教师对重度障碍儿童开展教学的现状，教师是否提供恰当的教学调整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和学习普通教育课程成为这些研究的一个关注点（Finnerty & Jackson, 2019; Kurth & Keegan,2012; Wehmeyer et al., 2003）。例如，Wehmeyer et al.（2003）对33名智力障碍初中生所在的课堂进行观察，包括普通班级和特殊班级，发现障碍程度重的学生比障碍程度轻的学生获得更多的教学调整，但是整体上看，平均只有2.78%的观察间隔出现了教学调整，说明教师很少对教学做出调整。
一些近期的研究结果则比较乐观（Olson & Leko, 2016; Toews et al., 2020）。例如，Toews et al.（2020）对10名在普通中学和小学就读的需要广泛支持的重度障碍儿童所在的融合班级进行观察，记录了英语、数学、科学、社会课的教学情况，他们发现这些学生在大部分时间有机会通过教学调整学习学科内容，个别化的教学调整出现在76.1%的观察间隔。教师最常使用的教学调整与学业支持有关，包括提供个别化的组织图、简化的问题、一对一的再教学、助教的一对一教学等；在大部分时间重度障碍儿童和普通儿童学习一样的课程内容，很少参与完全不同的任务。
Downing & Peckham-Hardin（2007）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果。他们采用访谈和观察法对中重度发展性障碍儿童的融合教育质量进行研究，同样发现教师采用了多种调整策略，包括结合图片和文字、简化内容、将开放式问题改为是否题或多选题，提供替代书写的其他表达方式等（如允许学生使用字母印章或将图片或文字粘贴到纸上等）。这些恰当的调整促进了学生参与普通教育课程并取得进步。然而，Downing & Peckham-Hardin也观察到了一些不适当的调整措施，如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获得相同的调整，教师提供不符合年龄的调整，调整措施只是帮助学生被动完成任务而非真正的学习（教师手把手帮学生完成任务）。教师、助教和家长在访谈中一致认为个别化的教学调整是高质量融合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家长希望教师提供的调整能真正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Kurth & Keegan（2012）的研究则在现状调查的同时，对影响教学调整质量的因素进行探究。这些研究者发现，教师在设计和实施教学调整时，很少考虑IEP目标和课程标准，而且多用基于缺陷的语言描述教学调整的原因（“学生不能……”），而不是用正面积极的语言（“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他们还发现区域资源、教师经验、教师类型都对教学调整的质量有影响，如普通教师更倾向于使用适用于整班学生的常规调整，而特殊教育教师和助教只使用针对学生个体的个别化调整。
综上所述，美国特殊教育界有关教学调整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融合课堂，缺乏对特殊教育学校、班级等情境的研究。早期研究显示，对学习困难、情绪行为障碍儿童、智力障碍儿童提供的教学调整很少，教学个别化的程度低。近期的研究显示重度障碍儿童在融合班级中获得较多的教学调整，但教学调整的质量参差不齐。
（三）我国个别化教学的相关研究
我国自古就有“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而我国近现代的个别化教学实践更多受西方个别化教学思想的影响，出现了能力分班、分流教学、异步教学、分层递进教学等个别化教学模式（姜新生，2001）。在特殊教育领域，个别化教学的理念和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我国学者陈云英（1994）谈到她在1987到1989年间的几次教师培训班上介绍个别化教学，也在少量的国内资料上看到过介绍个别化教学计划的文字。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个别化教学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殊教育学者、实践者对个别化教学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研究和探索。在理论层面，我国学者在介绍国外个别化教学理论和做法的同时（例如，盛永进，2011；于素红，2011），基于我国国情提出了个别化教学的实施建议，发展出本土化的个别化教学策略和模式（例如，邓猛，2004；华国栋 等，2019；张文京 等，2015）。另一方面，基层学校和教师也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取得不少成就，如广州越秀区启智学校开发的“个别化——支持”办学模式（陈凯鸣，2019），江苏仁爱学校的个别化教育数字化实践（葛增国 等，2020），北京安华学校的“一包两翼”个别化教育模式（李雁 等，2021）等。2016年国家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颁布以后，一线教师也和研究者一同积极探索课程标准导向下的个别化教育新模式，开发基于课程标准的个别化教学策略和实施路径，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李雁 等，2021；彭韦韦，2020；赵紫伊，2019）。
与此同时，我国特殊教育领域对个别化教学的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发展。组合使用个别化教学相关的关键词（例如，“个别化教学”“个别化教育计划”“差异教学”“分层教学”“教学调整”“课程调整”等）和特殊教育相关的关键词（例如，“特殊教育”“残疾”“培智”等）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发现虽然绝大多数有关个别化教学的文章属于理论探讨和教师的实践经验总结或个案报告，但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涉及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已有实证研究中大部分是有关特殊教育学校或融合学校IEP的研究，包括教师对IEP的态度以及IEP的制定和实施现状。这些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特殊教育教师和融合教育教师对 IEP的必要性和价值持有认可的态度（连福鑫 等，2015；王红霞 等，2020），但IEP的制定和实施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IEP的制定方面，不是所有的教师都为每个学生制定IEP，甚至有些教师以小组和全班学生为单位制定IEP（孙颖 等，2015；辛伟豪 等，2016）。从文本质量上看，常见的问题包括对学生现有水平的描述缺乏客观、量化、具体的实质性内容，长期目标与学生现有水平不匹配，长短期目标撰写不规范等（辛伟豪 等，2016；赵文超，2015；朱媛媛 等，2011）。在IEP的实施方面，教师在教学中较少参考IEP，大部分教师没有将IEP付诸实施（连福鑫 等，2015；辛伟豪 等，2016）。IEP的研究为我们了解特殊教育学校和融合学校的个别化教学实践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更关注IEP的制定和文本质量，未对IEP的实施情况做深入调查；而且IEP只是实施个别化教学的工具之一，不等同于个别化教学（邓猛 等，2010）。因此，通过上述IEP的研究我们不能了解个别化教学实施现状的全貌。例如，王红霞（2020）的研究显示，大部分融合教师能够根据随班就读学生的IEP目标对教学进行调整，但具体如何调整并不是该研究的内容。
第二，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开始聚焦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包括教学调整和差异教学的实践，其中大部分关注的是融合教育环境中教师为随班就读学生提供教学调整的情况，也出现了少数培智学校教学调整和差异教学现状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培智学校教师普遍认识到学生差异的存在，并用多种方法测查学生的差异；教师对教学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如通过调整难度、增减数量等方式设置分层目标，选用多种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程朝洁，2021；王世滢，2022）。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大部分教师依靠主观判断对学生的差异进行大概的了解，教学目标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拘于教材，目标设计和课堂教学忽视重度障碍学生的需求等（程朝洁，2021；刘晨，2021）。研究还探索了教学调整或差异教学的阻碍因素，包括教师缺乏知识和技能、工作任务重、学生障碍类型复杂、缺乏可利用的课程与教学资源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有不一致之处。如王世滢（2022）发现，教师不会随意删减教材内容，授课时主要采用集体教学的方式；而程朝洁（2021）则发现教师进行教学内容调整时会补充或删减内容，且授课时主要采用分层分组的教学组织形式。
本研究与上述培智学校教学调整和差异教学研究相比，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或深化。首先，研究焦点范围更广。教学调整只是个别化教学的一个元素，差异教学也只是个别化教学的一种模式，它们和个别化教学不能完全等同。另外除了教学调整的情况，本研究还试图探索教师做出教学调整时的决策思维以及对个别化教学的看法和观念。第二，研究方法更适切。上述几项研究有基于一个学校的个案研究，也有以问卷调查为主、质性访谈为辅的混合研究，但这些研究的数据分析都是基于已有的概念框架进行的（如按照教学目标、内容、过程和评价的框架分析调整策略、呈现研究结果）。本研究整体采用质性研究设计，使用主题分析的数据处理方法，基于数据而不是已有框架生成主题，有利于发现已有框架之外的重要信息（如集体教学模式对个别化教学的潜在影响）。质性研究也有助于提供情景化的理解。第三，社会文化和国际比较视角的引入。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本研究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对个别化教学的现状进行分析，二是本研究还将教师的实践与国际上的个别化教学最佳实践进行比对，在我国国情和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不足，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国内研究在探讨个别化教学实施困难时，主要关注教师知识与技能不足、资源条件有限、学生障碍程度复杂等因素，较少从教师教学信念与课堂实践逻辑的角度加以分析。这一维度的缺失，限制了我们对个别化教学难以有效落地的深层原因的理解，也提示了进一步探索的必要性。
最后，文献搜索还发现极少量有关特殊教育教师对“个别化教学”这个概念的认识和态度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不完全一致。例如，Ding et al.（2006）对100名北京市特殊教育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教师整体上对个别化教学持有积极的态度，且只有约20%的教师认为个别化教学难以实施。侯亚丹（2013）对甘肃省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四位教师进行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的教师对个别化教学持有不同的态度，有的持支持的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不同的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同，大部分教师把个别化教学等同于个别教学；只有极少数教师实施个别化教学，而且个别化教学的实施存在困难。这两项研究在方法上都有一定局限，缺乏对教师观点和实践的具体描述和深入分析。
综上所述，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特殊教育界在个别化教学的理论、实践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本研究之前，相关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IEP这个主题，有关个别化教学实施的实证研究很少，有关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看法的研究也不多且结果不一致，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了解特殊教育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看法和相关的实践。另外，近几年来，有关教学调整和差异教学的研究日益增多，出现了一些培智学校教学调整和差异教学现状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培智学校的个别化教学实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的结果有不一致之处。本研究与这些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上有所不同，研究结果既有可以相互验证的部分也有不同和互补的部分，共同为更加完整的呈现我国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的现状提供信息（将在“讨论”部分深入分析）。
（四）小结
这个部分对国内外有关个别化教学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包括个别化教学的概念，国外个别化教学的历史、最佳实践和实证研究，以及国内个别化教学的研究。这些文献为本研究的设计以及数据的分析和解读提供了基础。
首先，文献中对个别化教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研究将个别化教学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来使用，定义为任何注意到学生个体差异，并使教学与学生个体特点相匹配，以满足学生差异需求的程序和方法。个别化教学由两个基本元素组成：学生评估和教学调整。
其次，通过对美国个别化教学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特殊教育领域个别化教学最佳实践的梳理，总结出高质量个别化教学的一些特点，例如，评估需要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学生表现数据，教学调整是有效个别化教学的核心组成部分，高质量教学调整的标准之一是促进学生有有意义的参与和学习等。这些信息为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和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
最后，中美两国已有一些有关中重度发展性障碍儿童个别化教学的实证研究。美国有关教学调整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融合课堂，研究结果显示，中重度发展性障碍学生在融合班级中获得较多的教学调整。而我国对个别化教学实施现状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多聚焦于IEP的制定和执行，提示了对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现状进行更全面研究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已有研究较少涉及的教师教学信念与课堂实践逻辑层面。
三、研究过程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设计，以半结构化访谈、文本分析、视频分析为主要数据收集方式，调查上海市培智学校小学段语文和数学课教师如何看待和实施个别化教学以及开展个别化教学的阻碍因素。使用质性研究设计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有关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的已有实证研究较少，而质性方法适用于在相关研究较少的情况下对某个主题进行全面和探索性的调查。第二，质性研究适用于探索对特定现象或主题的主观体验和观点，相比量化研究，可以形成有关教师“如何想”和“如何做”的更加深入的、情境性的理解和更加丰富、详尽的描述。
本研究属于“一般质性研究”（generic qualitative research），这类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抽样、数据收集与分析上具有方法选择的灵活性，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方法论流派（如扎根理论、人种志、现象学研究）（Caelli et al.，2003）。因其灵活性，一般质性研究在教育学等应用性学科的研究中广泛使用（Merriam & Tisdell, 2016）。下面具体介绍本研究的哲学立场、研究参与者、数据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以及为保证研究可信度（trustworthiness）所采取的策略。
（一）哲学立场
本研究以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的哲学观点为指导。批判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上持有现实主义的观点，而在认识论上属于建构主义（Maxwell, 2018）。具体来说，批判现实主义者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类感知的、可知的真实世界；但是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是一种社会建构，受到经验和观点的影响，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此，每一个理论和研究结论都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单化和不完全的了解”（Maxwell, 2013）。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的某些价值观和假设（例如，通过阅读文献形成的对个别化内涵的理解、对高质量的个别化教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影响研究的设计、对数据的分析和解读。同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已有的价值观和假设，避免出现脱离客观数据的“先入为主”。
另外，批判现实主义者不仅将定性数据（包括访谈数据）视为“待解释的文本或研究参与者对某种现象的建构……也作为反映真实现象的证据……”（Maxwell, 2018）。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将教师在访谈中的陈述视为她们的建构，试图了解她们的主观体验和观念（如教师报告的个别化教学的困难被视为其主观感受）；同时，研究者也将教师的陈述作为信息来源，据此推断现实中发生的客观事件（如教师报告的困难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她们在个别化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二）研究参与者
1. 抽样方法
本研究以上海市培智学校小学段（1~6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教师为研究对象。为获取深度信息并覆盖多维视角，研究者采用了两种目的性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策略（Patton, 2014）。（1）声誉抽样（reputational sampling），选取由校长或教导主任提名的“有效教师”（有效教师的标准见“招募过程”），因为有效教师可能对个别化教学有更好的认识、有更丰富的经验。（2）最大差异抽样（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在上述提名基础上，进一步平衡教师的任教学校（区域、办学质量）、年级、科目、教龄及专业背景，以最大化样本的异质性。
在研究设计阶段，研究者将样本量暂定为15~20人。这个样本量的确定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由于可用于本研究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样本量不宜过大；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参与者从整体上来讲是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均为上海市培智学校小学段教师），而根据以往访谈研究的经验（Guest et al., 2006），当研究参与者同质性较大时，12人的样本足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数据饱和（data saturation）。
2. 招募过程
上海市共有20所公立培智学校提供小学阶段的特殊教育服务。研究者邀请两位熟悉这些学校的特殊教育专家帮助确定可能参与研究的学校，一位专家是市级特殊教育教研员，另一位是上海市某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教授。
招募分为两轮。在第一轮招募中，研究者邀请特殊教育教研员按以下要求提名了3所培智学校：（1）必须既有市区学校也有郊区学校；（2）代表办学质量分别为较低、中等、较高的学校。教研员根据她对这些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实践、软硬件资源、声誉等方面的了解综合判定办学质量。大学教授按照同样的要求，核实了教研员的提名。研究者联系了三所学校的校长或教导主任，询问其参与研究的意愿，她们均表示同意。随后，研究者请校长或教导主任（1）提名教授小学段语文或数学的有效教师，（2）尽量平衡两个学科的教师数量，并且尽量包括不同年级、不同教龄、不同教育背景（学历、专业）的教师。有效教师被宽泛地定义为“教的好的老师”，校长或教导主任可根据平时观察到的教师行为、学生表现、教师的声誉和获奖等情况进行判断。研究者联系被提名的教师询问其参与意愿。第一轮共招募到12名教师。
由于未达到15~20人的计划样本量，研究者进行了第二轮招募。特殊教育教研员提名了另外三所学校，其中包含市区和郊区学校，以及办学质量较低、中等和较高的学校。被提名的办学质量较低的学校拒绝参加研究。教研员表示没有其他学校属于质量较低的类别，因此确定了另一所中等质量的学校作为替代。在这三所学校进行招募的程序与第一轮相同。第二轮招募到两所中等质量学校和一所较高质量学校的19名教师。两轮招募总共从6所培智学校招募了 31名教师。
3. 参与教师的基本情况
表2列出了参与研究的31名教师的基本信息。这些教师的年龄范围为25~50岁，平均年龄为37.8岁。她们在培智学校的教龄为3~26年，平均为14.6年。15名教师曾修读过特殊教育专业；16名无特殊教育专业背景，其中10人曾修读过其他教育相关专业（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等），6人的专业为非教育相关（计算机、英语等）。

参与研究的教师描述了她们教授语文或数学的班级的情况。这些班级的班额为5~14人，平均为9人。大多数教师（n = 23）报告她们的班级至少有一名助教。学生和教师（包括助教）的比例为2比1到12比1不等，平均为6比1。这些班级的学生的障碍类别主要包括（根据报告的教师人数多少排列）：自闭症伴有智力障碍、单纯中度到重度智力障碍、肢体残疾伴随智力障碍。其他较少报告的障碍有：其他多重障碍（健康障碍伴随智力障碍、感官障碍伴随智力障碍）、轻度智力障碍、发展迟缓。
表2 教师基本情况
	特征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30
	97

	男
	1
	3

	年龄
	
	

	20~29岁
	4
	13

	30~39岁
	17
	55

	40~49岁
	7
	23

	50岁以上
	3
	10

	教授科目
	
	

	语文
	15
	48

	数学
	16
	52

	教授年级
	
	

	1~2年级
	10
	32

	3~4年级
	11
	35

	5~6年级
	9
	29

	其他 (同时教 3和 5年级)
	1
	3

	培智教龄
	
	

	0~5 年
	2
	6

	6~10 年
	7
	23

	11~20 年
	18
	58

	20年以上
	4
	13

	学历
	
	

	大专
	1
	3

	本科 
	29
	94

	硕士 
	1
	3

	是否特教专业
	
	

	是
	15
	48

	否-其他教育相关专业
	10
	32

	否-非教育相关专业
	6
	19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半结构化访谈、问卷、文件分析（教案分析）和视频分析。研究者对31位教师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访谈安排在教师的休息时间，地点在其班级或办公室。访谈开始之前，教师先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线完成一份教师基本信息问卷（附录A）。访谈过程中，研究者按照自编的访谈提纲对教师进行提问（附录B）。访谈提纲包括一系列开放性问题，询问教师所教班级学生的特点、回应学生差异的具体做法、做出教学决策时的想法、对个别化教学的看法等。访谈提纲还包括两道多选题，询问教师在发展性障碍儿童教学以及个别化教学方面曾接受的培训。对每一个开放性问题，研究者都进行反复追问（如“您还使用过其他策略吗？”“还有其他补充吗？”），直到没有新的信息出现。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研究者对所有访谈进行了录音。访谈时长为30~97分钟不等，平均时长48分钟。访谈结束后，研究者请所有参与访谈的教师提交一份自己的书面教案和一节课的视频。19位教师提交了视频以及视频对应的教案。
为了获得可靠的数据，访谈提纲经过了精心设计。例如，除了宽泛的一般性问题（“请介绍一下您平时是如何教学的？”“面对学生的不同能力和需要，您怎么教?”等）访谈者还请教师详细描述她们教过的一节课，以及她们如何让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参与这节课。根据Maxwell（2013）的观点，当访谈问题聚焦某一特定场合、事件时，更有可能获得对真实情况的具体描述。又如，由于教师可能对特定术语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如个别化教学和差异教学），因此在访谈中研究者尽量避免单独使用这些术语，而是用描述性语言替代术语或对术语进行说明，例如，“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针对学生不同特点进行教学的策略，这些策略和其他类似的策略被称为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或教学调整”等。
在正式研究开始前，研究者对教师基本信息问卷和访谈提纲进行了测试。对象为两位培智学校小学段教师，她们均未参与正式研究。根据这两位老师的反馈，研究者对问卷和访谈提纲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四）数据分析
研究者对问卷和访谈中的多选题进行描述性统计，质性数据的分析则采用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主题分析是一种生成、分析和解释“质性数据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即主题）的方法；它通过系统的数据编码生成主题（Braun & Clarke，2022）。Braun & Clarke（2022）将主题分析法分为三类，包括反思性模式（reflective TA）、编码本模式（codebook TA）和编码信度模式（coding reliability TA）。本研究采用的是编码本模式，即在分析初期基于数据形成编码框架，再使用编码框架指导后续的编码。

数据分析主要由研究者完成，两位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定期与研究者讨论分析过程和结果。本研究没有引入第二个编码者或计算编码信度（coding reliability），这是因为编码本模式以建构主义认识论为指导，认为对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是多元的，承认编码者经验和观点对数据解读的影响；而信度分析则强调编码者之间必须达成一致，不适合在编码本模式中使用（Braun & Clarke, 2022）。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两位研究生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多元观点，同时避免研究者脱离客观数据的分析，而不是为了达成统一的理解。
质性数据分析由NVivo辅助完成，分析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和熟悉数据。按照访谈的顺序，研究者为每一位参与的教师分配一个身份代码（例如，教师1、教师2……），接着对访谈录音和教学视频进行转录。对访谈录音的转录为逐字逐句转录。对视频内容的转录包括语言（教师、助教和学生的语言）和非语言元素（教师的动作、教室物理环境、教学材料等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信息）。转录的文本和教案文本一起被导入到NVivo数据库中。
第二阶段，进行编码和编码归类。研究者首先对前10个访谈进行编码。在这个编码过程中，虽有极小部分编码属于来自访谈问题的事前编码（priori codes），如“学生描述”“挑战和障碍”，大部分编码是基于访谈数据生成的，如“一般性教学策略：视觉支持”。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使用反复比较的方法，不断将一个数据片段与其他数据片段进行比较、将数据与编码进行比较，将编码与其他编码进行比较。相似的编码被归类，形成上位的类别（categories）。对10个访谈进行分析后生成按层级组织的编码和类别，形成一个初步的编码框架。接着，研究者使用这个编码框架对所有31个访谈进行分析。随着分析的进行，研究者不断修改原来的编码和类别，使它们更好地反映新的数据信息。这个过程最终形成了包括9个类别、38个一级编码（一级编码下有二级编码）的最终编码框架（附录C）。随后，研究者使用这个编码框架对教案和视频中有关教学实践、教学调整的内容进行编码。
第三阶段，在类别的基础上生成主题。类别主要用于数据的分类，是对具有共同特征或属性的数据片段所做的直接和显性的描述，通常是一个明确、具体的词或短语；类别侧重于数据的明确和可见的方面。而主题则更为宽泛和抽象，它们是从数据分析中浮现出来的概念，揭示了数据背后深层次的规律、隐含的过程和潜在的含义，通常以一个能够捕捉数据本质的短语或句子的形式表达；主题涉及到数据微妙和隐含的方面（Rossman & Rallis, 2003）。为了在类别的基础上生成主题，研究者进一步对比9个类别的数据，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类别被进一步合并和抽象化，形成四大主题，每个主题包含若干子主题。
第四阶段，深入分析每个主题和主题内的概念。使用“分解变量”“比较不同”等方法进一步分析主题内的概念（Bazeley, 2013; Miles et al., 2013）。例如，对“目标和任务调整”这一概念进一步从怎么调整、对谁调整、在什么情况下调整、为何调整等维度进行分析。又如，研究者比较了不同年级教师报告的教学目标和任务调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这些分析加深了研究者对数据的理解，对调整策略的描述也更加详实、丰富。
由于最终编码框架中的所有编码都在前20个访谈中确定并应用于其他访谈以及教案、视频分析，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数据达到一定程度的饱和（Guest et al., 2006）。
（五）研究可信度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研究者采用了以下策略：研究者反思（researcher reflexivity）、方法论三角验证（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成员检验（member check）和同伴反馈（peer debriefing）。
第一，研究者反思。本研究的研究者为特殊教育专业博士，有在中美两国学习特殊教育、观察课堂的经历。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的某些价值观和假设（如通过特殊教育专业学习形成的对个别化教学内涵的理解、对高质量的个别化教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影响研究的设计、对数据的分析和解读。同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已有的价值观、假设和倾向，避免出现脱离客观数据的“先入为主”。
第二，方法论三角验证。本研究使用访谈、教案分析和视频分析三种方法收集数据，了解教师的教学实践和观念，得到的结果之间相互验证。
第三，成员检验。“成员”指的是研究参与者，成员检验指的是研究者把转录的文本、研究的结果等反馈给研究参与者，寻求她们的反馈。在本研究中，每一位参与研究的教师都审核了自己的访谈文本，她们都表示文本无误。其中13人审阅了研究结果，她们都表示生成的主题和相关的描述反映了她们的实践和看法。
第四，同伴反馈。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两位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与研究者定期讨论编码和研究结果，并对研究者的分析提供反馈，如提供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指出研究者忽视的内容、评估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6所培智学校31名小学语文与数学教师的访谈、教案及课堂教学录像的质性主题分析，在9个类别、38个一级编码的基础上，归纳形成四个主题及若干子主题。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在个别化教学实践与观念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征：一方面，教师普遍认可根据学生差异调整教学的必要性与价值，但在实践中，面向班级整体的传统教学模式仍占主导地位。教师虽尝试通过分层教学及局部调整等方式回应学生差异，但相关实践整体较为有限，对个体学习需求的支持不足。同时，教师普遍认为，在现实教学中充分回应学生的特殊需求面临多方面挑战，主要涉及教学调整机会、重度障碍学生教学、人员协同以及备课负担等方面。以下将结合访谈资料、教案与课堂观察数据，对上述四个主题进行具体呈现。
（一）主题一：教师普遍认同个别化教学的价值
对访谈的分析显示，教师普遍意识到特殊学生之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她们从认知、学业、语言理解与表达、行为和社交等多个方面，描述了学生能力水平的差异。有些教师还特别提到，培智学校学生之间的差异“很大”，且随着学生群体结构的变化，这种个体间差异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基于对学生差异的认识，教师普遍认为，有必要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和个体特点，提供“个别化”“差异化”“分层”教学。一位教师在访谈中指出：“我就觉得特殊教育，就是不要说特殊教育，普通教育其实都应该有差异化教学，他都要应该分层教学，因为孩子的发展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人内部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教师17，四年级语文）。
尽管有少数教师提到，根据学生差异或个体特点调整教学可能会增加工作量、占用教学时间或影响教学进度，但大多数教师仍从经验或认识出发，肯定此类做法对学生发展的积极意义。她们提到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使不同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发展，“各有所得”；使学生在课堂中保持参与状态，“有事可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下面是一位教师描述将学生分为A、B、C组的“好处”：“好处呢，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的需要。如果让BC去做A组的卷子，他难以达到的，对吧？如果特意照顾了BC组，我觉得对于A组的孩子有点浪费。我想让每个孩子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提高，有所进步的，所以呢，我觉得差异化啊，个别化，可以根据每一个孩子的实际需求来设计它的这样一个成长轨道，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好处”（教师22，四年级数学）。
类似的，另一位教师说到：“差异化教学的话，优点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可能就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尽量能够让他们获得一种成就感或者说满足感吧，能够让他们就是在课堂上每个人都能够或多或少的达到一点，就是能够吸收一点学习知识吧”（教师11，五年级语文）。
主题一小结：总体来看，在对个别化教学必要性与作用的认识层面，教师普遍呈现出较为积极的认同取向。
（二）主题二：面向班级整体的传统教学模式仍占主导
尽管教师们认同需要根据学生差异和个体特点提供有差异、个别化的教学，但对访谈中教师描述的教学实践、教案和课堂视频的分析均显示，在教师的实践中占据主导的仍是面向“大部分学生”的传统教学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体现在教学实践形态上，也体现为一种以“集体推进”为优先的课堂决策逻辑，影响教师对教学内容、组织形式与教学资源分配的判断。这部分有三个子主题，呈现如下。
1. 以班级整体为考量的教学内容选择
所有被访谈的教师都表示，备课时她们按照培智学校课程标准和教材选择教学内容。虽然有教师提到她们会根据“学生”的特点来确定教学内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所指的“学生”是班级整体，而较少涉及基于个体差异进行内容层面的调整。
例如，多位语文课教师提到，她们从教材中选择教学内容，并根据整个班级的需求对教学内容进行删减、补充或顺序调整。一位教师表示：“我们有统一的教材，所以我们备课的时候也是参照这个教材，然后还有教参，我们是按照这些进行备课，同时呢我们也要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现这个班级学生能力特别好……那我有可能就是外面去选择一些适合这个班（的内容）”（教师21，四年级语文）。
数学课教师则更强调课程标准的引导作用。一位老师提到：“按照他的大纲我们来进行教学内容的设置。然后根据本班的情况，适当的降低或者是提高相应的教学目标”（教师6，一年级数学）。
总体来看，教学内容的选择主要基于班级层面的整体特征展开，较少直接指向个体差异。
2. 以集体教学为主的课堂组织方式与通用性教学策略
对访谈中教师所描述的一节课以及教案和课堂视频的分析显示，在这些教师的课堂中，集体教学是主要的教学组织形式，大部分时间教师采用对多数学生适用的“通用性”教学策略。
以教师7的一节三年级语文课为例。该课围绕中国邮政标志和汉字“中”的学习展开，包含图片呈现、集体跟读、词语讲解、书写示范与分组练习等活动。具体环节如下：
（1） 教师师向全班展示邮政标志的图片，并询问学生是否见过，学生集体回答；
（2） 教师告诉学生这是中国邮政的标志，学生集体跟读“中国邮政”，开火车读；
（3） 结合图片，教师让学生说一说生活中哪些地方有中国邮政标志（例如，中国邮政车、邮政储蓄银行等）；
（4） 教师开始教授“中”字，先让能力水平较高的学生说“中”的拼音，其他小朋友跟着说一说，然后开火车读一遍；
（5） 教师让学生按照屏幕上显示的动画自己试着说一说“中”的笔画笔顺，然后请能力水平中等的学生起来说；
（6） 教师使用黑板上的田字格，示范并解释如何写“中”；
（7） 教师问学生“中”字可以组什么词，学生回答（例如，“中国邮政”“中间”等），学生说了几个后，教师再补充；教师解释这些词语的意思；
（8） 高能力组和中等能力组的学生练习用平板打出“中”字，低能力组学生不学习打字，而是在助教的帮助下用手指在字卡上描一描，读一读；
（9） 高能力组学生在作业本上练习写“中”字，中等能力组学生先描红再抄写。
教师7是本研究中使用教学调整较多的教师，然而这节课和本研究中的其他课一样，都具有明显的传统课堂的特征，即教师主导的集体教学占据课堂的大部分时间，教师以相同的步调、用相同的方法（讲解、示范、演示等）向所有的学生传授相同的教学内容，学生大多时候以集体的形式参与课堂（齐看、齐读、齐答）。

在集体教学为主的课堂上，教学调整通常只出现在特定环节，如个别提问或练习活动阶段。例如，在提问时，教师请能力水平较高的学生回答较难的问题，请能力水平较低的学生重复能力水平较高学生的回答或回答较简单的问题。在练习阶段，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分组来回应差异，包括个别活动（独立练习或助教支持）、异质小组合作、同质小组分层练习。尽管存在这些安排，但整体来看，个别或小组形式的教学组织在课堂中所占比例有限，集体教学仍是主要形式，教学调整机会也主要集中在局部环节且数量很少。
3. 以整体推进为优先的教学决策取向
进一步分析访谈资料中教师对教学决策的描述可以发现，学生个体差异并非课堂设计中的首要出发点，她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维持集体授课的结构和秩序，例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保证集体教学的流畅性和完整性，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求。一位教师提到：“我有更多的时间肯定是要对，针对于全班的学生”（教师7，三年级语文）。
在以整体推进为优先的取向下，教学时间和注意力更多分配给中等或中高能力水平的学生，导致高支持需求学生的课堂参与受到限制。例如，有教师表示：“因为一节课，你要把新授教下去，还要兼顾到AB类学生的练习，你兼顾到C类的学生的话，他本身学习能力就弱，接受能力就差，你肯定就不可能就是花太多时间在上面”（教师2，三年级语文）。另一位教师则强调，为上好“大课”，很难在课上教授低能力组适合他们的、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我们教1+7=8，那低能力组学生有可能，1可能有点会，但是可能2他也不会……因为你大体的课要上好，不可能说今天我们来教1+7=8，然后我们再来教一个高矮，他有可能能理解高矮……在一堂课上，你就很难做到教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教师19,一、二年级数学）。
教师7的陈述进一步体现了集体优先的教学决策逻辑：为了维持课堂整体秩序和集体教学节奏，即使意识到某些学生需要更多个别练习机会，教师也倾向于优先保障整体教学的连贯性：“有些小朋友因为一开始还不会发音，如果说我要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练习发音，我可以让助教去教他发音，但是那会影响到整个班级的课堂常规，会影响到其他的小朋友的正常听课。如果说我想要让他有更多的理解，那助教势必是要有语音，要跟他交流，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小朋友。其他小朋友肯定是主流、是跟着我。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助教这边回到我这边，跟随我这边的主流学习进行下去”（教师7，三年级语文）。
综上所述，主题一与主题二共同表明：虽然教师在观念层面认可个别化教学的价值，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倾向于以班级整体为基本教学单位组织与推进课堂，个体差异尚未进入课堂决策的优先序列。
（三）主题三：教师主要以分层和局部调整的方式回应学生差异
大部分教师提到，学校在制度层面，会为新入学的学生开展个别化评估，在每学年或学期初为学生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IEP）（含个别化教育目标）。在日常教学中，所有教师也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回应学生的个体差异和需求，这些措施呈现出如下特点：以能力分组为基础的分层教学；以日常观察与经验判断为主的学生评估；以小组为单位的教学调整，对低能力组的学习支持不足。
1. 以能力分组为基础的分层教学
所有教师都采取了分层教学的方法，即按照班级学生的能力水平进行分组，目的是根据组间差异实施一定的教学调整。大多数教师将学生分为三组，使用字母A、B、C代表高、中、低能力组，也有少数教师将学生分为两组或四组。有教师指出，同一能力组内部存在个体间差异，同一个学生在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技能领域的能力也存在个体内差异，因此分组并非固定，而是会根据时间或教学内容的变化动态调整。例如一位教师提到：“现在孩子他的个体差异太大了，就是我这么大致的分好了……即使第二层的孩子基本的目标定了，但是对第二层的孩子，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我还是要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进一步调整……比如说这节课他这个词语还可以，那我觉得可以把他放到A类，但是下节课换了一个词语，他有构音有障碍，他发不出来，那我把他放在B类。比如说A类孩子在书写方面我把他放在B类了，他书写不好，描都不会描；B类孩子有两个孩子还能够描一描字跟笔划，那我就放A类”（教师1，一年级语文）。
分层教学以“小组”作为教学调整的单位，而非针对每个学生特点和需求的“精准”个别化教学，正如这位教师所说：“我在一节课上实行分层其实也是很粗略的。就是真的是只能满足部分孩子，你说真的能够很精准的做一些个别化的支持其实是很有限的”（教师31，三年级语文）。分层的粗略进一步体现在对学生进行评估的方式和为学生提供的教学调整上。
2. 以经验判断为主的非系统性学生评估
在访谈和教案中，教师均对学生情况进行了描述,并介绍了其了解学生特点所用的方式。对这部分信息的分析显示，教师对学生进行的评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评估的内容上看，她们主要基于统一的课程和教学框架，关注学生在该框架中的表现，包括语文或数学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以及参与集体课堂的能力（如安坐、听从指令等）。教师很少从学生个体生活情境或长期发展需要出发进行个别化的需求评估。
从评估的方式来看，教师采用了多种途径，包括日常观察（观察学生课堂表现和反馈等），非正式的测试（如课前测试、单元练习等），与家长以及其他教师交流，以及参考已有的正式评估结果等。其中，日常观察与非正式的测试是教师们最常报告的评估方法。下面的做法具有普遍性：“我们语文课堂评估工具就是一个课前的复习，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课堂的实时反馈，他们喜欢就会一直跟随你的思路……刚刚入学的时候，语文学科对他们有一个汉字能力的评估，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平时观察他们的句长，以及语言表达，这些都是通过每天跟他们接触下来了解到的”（教师7，三年级语文）。
另一位教师也提到：“教之前给他认一认、念一念，3、4、5、6、7、8、9、10，发现你这个不会，那我就大概知道，你这几个数字不会，我教的时候可能要加强，但是没有做系统的评估……就是平时有观察”（教师19,一、二年级数学）。
由此可见，教师主要通过日常观察和非正式测试来了解学生的特征和需求，这些评估方式在具体实施上呈现出一定的非系统性特征，较多依赖教师的经验判断。虽然这些方法可以为个别化教学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但相较于更为系统的数据记录与分析方式，其在全面、精准反映学生学习情况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
3. 以小组为单位的教学调整，对低能力组的学习支持不足
在本研究中，“教学调整”特指针对部分学生或个别学生所提供的差异化教学处理，不包括面向班级所有学生的常规性教学安排。对访谈、教案和课堂视频的分析显示，所有教师均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教学调整，以回应学生差异。这些调整多以能力小组为单位展开，很少直接对应个体学生的独特需求。例如，许多教师将中等能力组学生的教学目标作为基准，提高对高能力组学生的要求，降低对低能力组学生的要求。尽管部分教师提到学校要求为每一位学生制定IEP或个别化目标，但从教案与课堂呈现来看，教师们仍是按照能力小组提供教学调整，教案中并无针对学生个体的教学目标，课堂视频中也未体现个别学生的IEP内容。
教师在实践中主要采用了五类教学调整策略（见表2），其中以“目标和任务调整”和“人员支持调整”最为常见；“教学环境调整”与“信息呈现方式调整”相对较少。有些教师还将在课堂之外提供的辅导也视为一种调整方式，包括课间和午休时的辅导、个训课、家长在家辅导。
表2 调整策略
	编码（调整类型）
	例子

	（1）目标和任务的调整
	· 学生不需要反应或消极反应
· 学习不同的技能
· 学习相同技能，目标、任务难度或数量不同
· 通过改变材料提供支持（material support）
· 提供替代性的表达方式


	（2）人员支持的调整
	

	教师支持
	· 集体课上提供更多的关注和回答问题的机会，更多的辅助，练习时提供更多的指导、监督或者额外的教学

	同伴支持
	· 帮助完成学习任务, 提供示范, 同伴教学

	助教支持
	· 行为管理，额外的教学，生活照料

	（3）课外辅导
	

	学校辅导
	· 教师课后辅导、个训

	 家庭辅导
	· 家长辅导作业、在家教学

	（4）环境的调整
	· 座位调整: 安排靠近教师的位置，C组和A组坐在一起

	（5）信息呈现方式的调整
	· 提供课文的录音
· 提供放大的材料
· 提供实物、图片辅助理解

	
	


下面对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几种教学调整策略进行分析。
3.1 目标和任务的调整
目标和任务的调整是指教学目标、任务和作业、考试要求的差异化，反映了教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应该学会什么、能做什么的不同期望。所有教师都在访谈中提到了这一类教学调整策略，表示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在所有教案中，教师也都列出了对高、中、低能力组（A、B、C组）三组学生的不同教学目标，少数教师还在教学过程的某些环节为不同能力组的学生设计不同的参与方式和任务要求。例如在“植树的季节”这节课的教案里，在“自由朗读课文第二小节第二句话……用圆圈圈出表示植树的动词”这一环节，教师写明了“A组独立圈划、B组照样子圈划、C组跟读动词”三种不同的任务要求（教师11，五年级语文）。

具体来说，教师对目标和任务的调整可归为以下几类方式：
（1） 不同的学生学习不同的技能，例如：
· A组掌握汉字的音形义，B组掌握汉字的音和形，C组跟读汉字或指认图片； 
· A组和B组进行计算，C组跟读算式、认数字 ；
（2） 学生学习相同的技能，但难度或数量不同，例如：
· A组和B组朗读整句，C组朗读句子中的部分词； 
· B组的练习里只有课上教过的计算题，A组的练习里有课上未出现的、需要技能迁移的计算题；
· B组掌握四个音节拼读，A组掌握八个音节的拼读；
（3） 通过增加或改变材料提供支持或支架，例如：
· 提供图片作为提示；
· 提供部分完成的任务（A组自己独立写拼音yang，B组填写_ _  ng，且空格处提供y和w，以及a和o供选择）；
· A组独立写，B组先描写再独立写；
（4） 对使用标准反应方式（书写、口头表达）有困难的学生，为其提供支持，或允许使用替代性的反应方式，例如：
·  为书写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更大的田字格；
· 口头表达有困难的学生，用指认图片替代口头回答；

· 无法书写的学生在完成填空题时，教师提供选项，用选择正确的答案填入空格替代在空格处直接书写正确答案。
进一步对比中、高能力组学生的学习目标与低能力组学生的学习目标，发现高能力组和中等能力组学生通常学习相同的技能，只是技能的复杂程度及难度水平不同或提供的辅助水平不同，有时也在相同主题下学习不同的技能。相比之下，针对低能力组学生的调整措施往往涉及到更显著的学习期望的改变，包括对学习目标较多的删减和学习完全不同的技能。例如，在教授加法和减法的数学课上，高能力组学生需要独立计算或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计算；中等能力组的学生在提供辅助（计算器、教师辅助等）的情况下计算，或者以最简单的方法计算；而低能力组学生则学习认识数字或数数等完全不同的技能。
又如，在一节语文课上，高能力组的学生需要掌握一个汉字的音形义，能够独立书写汉字，能够独立在平板上打出汉字，能够正确朗读课文，结合图片说一说“我会……还会……”；中等能力组的学生学习汉字的音和形，能够独立描写汉字，参照拼音在平板上打出汉字，能够跟读课文，结合图片说一说“我会自己……”；低能力组的学生能够辨认和跟读汉字，用手描写汉字，根据词语找一找指一指图片。

由于低能力组学生一般具有重度、极重度的障碍，对目标和任务的显著改变往往是必须的。但是进一步分析目标和任务的调整方式，发现了教师对低能力组学生的低期望和不适切的调整。例如，低能力组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很有限，而且似乎不随年级的变化而进阶，处于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例如，在语文课上，无论年级，低能力组学生的学习目标往往仅限于认识（认读、跟读、指一指、找一找）拼音、汉字或相关的图片，各年级的语文教师都一致且反复提到这些技能作为对低能力组学生的要求；而对于班级里的高能力组和中等能力组学生，他们需要学习词语或篇章的理解、书写等更高级的技能。同样，在数学课上，不论年级，低能力组学生的学习目标通常仅限于数数和认识数字（跟读、指一指、找一找数字），各年级的数学教师都一致且反复提到这些技能作为对低能力组学生的要求；而对于班级里的中、高能力组学生，目标可能是学习时间、认识人民币、计算。
对于那些学习最基本的语文或数学知识和技能都存在困难的、有最严重障碍的学生，许多教师描述的目标和任务是通过让学生做任何能够做的事来“体验”或“参与”课堂。这些任务可能与学科内容毫无关系，也不具有挑战性，譬如让低能力组的学生听音乐，指一指课件上“老虎”的图片（其他学生学习计算），摸一摸、点一点或拿住教师展示的学习材料。一位教师说到：“脑瘫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已经提出申请，我们不要求抄写，因为他的能力根本就是不适合学习抄写这种学术性的东西，他可能只是要手指上面，我给他这个卡片，他能够拿住”（教师7，三年级语文）。
不少教师还描述了她们向学生展示学习材料，但并不要求学生做出回应的“消极教学”，例如：“第三类还有最差的孩子，没办法就拿一个图片，帮着他用手指一下，他听一下就好了，他根本就没有回应……或者图片在他面前晃一下。或者问一下，我自问自答。就对他有一个信息的刺激，别的也做不到什么”（教师1，一年级语文）。又如另一位教师说到：“每次都让他这样看一看，记一记，至于他究竟能记几个，我也不知道，很难反馈出来的。因为他不会”（教师26，三年级语文）。
教师为这些有最严重障碍的学生提供的目标和任务调整是基于学生缺陷的，她们因为学生“不能”、“不会”，所以调整要求，让学生做一些能做的事情，从而“参与”课堂；而不是因为学生“需要”某项能力而调整目标、提供相关的教学，从而提升学生的能力。教师的教学决策体现了一个不断降低目标的过程：“就比如说集体朗读的时候……我希望孩子跟我互动，但是有些孩子特别的困难，那我就停下来，然后走到这个孩子面前单独的指导。以这个孩子的起点有可能这句话不理解，我就把这句话当中的一些词语的卡片，以图片的出现，给他看一看，然后认一认，能读的读，不能读的指认，不能指认的就看一看。就是目标一步步地往下移”(教师1，一年级语文)。
这样的目标和任务调整显然不能真正满足学生的个别需求。一些教师也指出了她们为低能力组学生提供的教学调整存在问题：通过让学生被动地跟读、点一点汉字、图片和数字，以及展示教学材料但不需要学生回应等调整，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参与或学习、理解学习材料，如这位教师所说：“我自己教学中，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非常地去关注到这些学生，尽量让他们参与到活动中来，但是很多的活动还只是流于形式”（教师11，五年级语文）。
另外，对视频的分析显示，低能力组学生在课堂上实际获得的教学调整非常有限，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很少，课堂参与度低，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点，教师们说到：“对他们可以说教学上没有过多的要求”“你来指一指，指都不会指，那也没办法”“C组的孩子我是不让他画的，因为他笔都握不住的”“但是D组的人是没有办法参与的，那你就只能就是说让他在旁边了”。
综合来看，目标和任务的调整在适切性与充分性上存在局限，尤其体现在对低能力组学生的教学上：调整多以降低目标与期望为主要手段，而非基于个体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对有最严重障碍的学生，课堂安排往往流于体验与参与的形式，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与实质性的教学互动。教案和课堂视频分析显示，许多调整并非在备课时预先设计，而是在学生难以跟上教学节奏或无法完成既定任务时被临时触发——教师据此降低要求或提供额外提示，使教学得以继续推进。
3.2 人员支持的调整
对人员支持的类型及其水平的调整也经常被教师提及。人员支持包括额外的教师支持、同伴支持和助教支持。对访谈、教案和教学视频的分析显示，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在课堂上为低能力组和中等能力组的学生提供额外的支持，例如：对回答问题或完成任务有困难的学生进行提示和辅助；在练习时为注意力不集中或尚未掌握技能的学生提供更多的监督和指导；以及在高能力组和中等能力组学生独立完成练习时，为低能力组学生提供额外的教学。
让能力水平较高的学生为能力水平较低的学生提供帮助（示范、帮助完成任务、同伴教学等）是另一类常使用的人员支持。另外，许多教师还使用了助教支持，即由教师以外的成年人为学生（通常是低能力组的学生）提供支持（有些学校也称保育员，本文中统一用助教表示）。助教包括学校聘请的助教、由家长自己聘请的助教、以及家长自己作为助教。助教提供的支持包括：照料学生的生活（协助上厕所、吃饭），管理学生的行为（在集体教学时帮助学生保持安静），以及提供与教学相关的支持（在教师提问时提醒正确答案、练习时提供辅导或教学）。
教案和课堂视频分析显示，人员支持在许多情况下也具有即时性、后置性的特点，即在学生难以跟上集体教学节奏、无法完成既定任务、出现行为问题等情况下临时触发。

3.3 教学环境和信息呈现方式的调整
对访谈、教案和教学视频的分析显示，相较目标和任务的调整以及人员支持的调整，使用教学环境调整和信息呈现方式调整的教师人数较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教师报告改变课堂环境以适应学生需求，最常用的环境调整是改变座位安排，例如让某些学生坐在靠近教师的位置。只有五位教师报告她们为个别学生或部分调整了呈现教学信息的方法或材料，例如提供放大的材料、提供课文的录音、提供实物或图片等直观具的材料辅助理解抽象的文字或概念。
综合主题二与主题三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部分学校在学年或学期初为学生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从访谈、教案与课堂视频来看，这些计划在日常教学中未能得到系统落实。教师在维持统一的教学内容、进度与组织方式的前提下，以分层教学的方式在特定教学环节为不同能力组学生提供补充性的教学调整，包括调整教学目标和任务难度、提供额外的人员支持。另外，教学调整常在课堂中根据学生表现即时触发，而非在教学设计阶段预先安排。由于这些调整并非来自从学生个体需求出发对教学目标、内容与过程进行的整体规划，因此，本文称其为“局部调整”。
（四）主题四：个别化教学实践面临多方面挑战
尽管教师普遍认可根据学生差异调整教学的必要性，并在实践中进行了一定尝试，但访谈资料显示，教师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充分满足不同学生的个体需求具有较大难度。类似如下的表述在教师中具有普遍性：“真的很难做到。其实我们是一直有这样的希望能够做到，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还是以集体为主。我们一线教师是尽量能够兼顾，但是真的要做到实效，我觉得还离真正想要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教师23，六年级数学）。
教师所描述的具体挑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课堂中创造调整机会、支持重度障碍学生、与相关人员合作，以及备课。
1. 创造调整机会的挑战：“无法兼顾”
这是报告最多的一类挑战。许多教师表示,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班额大却没有足够的助教），面对差异极大且需求复杂的学生群体，她们很难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35~40分钟），同时满足所有学生的个别需求。教师用“无法兼顾”“照顾不过来”等词语描述这类挑战，指向的是无法在课堂上创设足够多的教学调整机会的问题。
教师们认为之所以无法兼顾，有诸多原因。原因之一与学生的特点有关。许多教师谈到，由于学生的差异大且障碍程度重，“各种问题很多”，都需要教师的关注和处理，因此无法面面俱到。譬如一位教师说到：“在一个班级教学，我也想让C组的读一读，然后也想让B组，那么B组我肯定要花一些时间去辅导他们的吧，那A组的学生的话，也要帮他设计好了在旁边做……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去平衡，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去辅导C组的同学写字了，那么AB组的同学他们是否都能做呢，也不一定呀……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顾及不到”（教师10，六年级数学）。
让教师们尤为困扰的是学生（特别是自闭症学生）的问题行为。她们表示，发脾气、跑出教室、自伤、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行为需要教师中断教学，花费额外的时间去处理，使本就有限的教学时间和提供教学调整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一位教师说到：“自闭症的学生比较多，三分之二的，他那种行为问题特别大，他可能一个情绪出来的话，整个课堂就完全没办法上课了”（教师15，五年级数学）。
教师们认为无法兼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班额过大却没有足够的助教。许多教师表示，控制班级人数、增加助教能够帮助她们更好地进行个别化教学。下面这位教师强调大班额带来的挑战：“因为孩子程度比较差，那么班额过大的话，肯定会影响我的教学。然后他们的残疾类型也是多重的。在集体授课当中我没有办法兼顾到很多孩子，或者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兼顾到某一个孩子”（教师1，一年级语文）。另一位教师强调助教的作用：“那么你怎么样把35分钟有限的时间分配到更多的学生身上去……我们势必也会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助教能够出现在课堂当中，但问题是按照现有的这样一个规模或者说一种教学办学的条件来讲的话，我们手头是没有足够多的这样的助教能够帮助到我们”（教师29，五年级数学）。
2. 支持重度障碍学生的挑战：“这样的学生怎么教？我们很困惑”
第二个挑战与重度障碍学生的评估和教学有关。一部分教师表示很难准确预测或了解学生的现有能力水平，这阻碍了她们有效地开展个别化教学。一位教师表示：“我觉得在实施差异化的这个教学当中，其实有时候对于孩子的了解其实存在着偏颇。因为我有可能就是根据以往的观察，我认为他这个是行的，但是实际操作当中有可能会发现这个孩子，好像这一块好像令我比较失望，或者说有可能出挑……有可能就是说你不是一下子，就是说能够把孩子的这一个点就能够反映出来，或者说哪怕经过一段时间，也不能够很全面地概括这个孩子的优势和劣势”（教师21，四年级语文）。
许多教师描述了学生严重的障碍程度给她们的教学带来的挑战。她们强调，目前的学生群体障碍程度越来越严重，许多学生“能力很弱”，尽管她们已经努力做出教学上的调整，如降低要求、增加辅助，但是仍旧很难教会这些学生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也很难让他们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教师用“困惑”“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等词语形容教授这部分重度障碍学生时的无力感和挣扎。一位数学教师描述了这一挑战：“差异教学我们觉得困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C组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参与进去，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也能认识一些。有的学生真的到了九年级数字都不认识，我曾经尝试过今天就让他认识这个数字，然后今天他认识，明天来他又不认识了，唉，就是这种情况，真的也很困惑。就是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啥都不感兴趣的……那么这样的学生怎么办，我们很困惑。你说对他还有什么帮助呢？……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有的至少能跟读，那么也能配合，有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也无能为力了”（教师10，六年级数学）。
类似的，一位语文教师表示很难找到对C组学生有效的调整策略：“在集体教学当中实现对C组特别是差的这组学生的这个更多的关注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有些孩子发音本身就是存在着先天的问题，再多的策略也是无效的。我也很想努力把他这个音发准，但是他本身存在一个缺陷，我怎么样让他发准呢，真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的目标定的是中间层的，那A组的你给他提升一下你各种策略都可以上，比如说拓展出去，A组学生只要拔一拔或者提醒一下，但是在策略方面C组这一块是比较难的”（教师27，二年级语文）。
面对这些困难，一些教师对有最严重障碍的这部分学生应该学习什么产生了疑问。有些教师质疑教授标准化的学业技能的适宜性和必要性。譬如一位教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其实目前来说对于这些个特别弱的孩子我们是否要提出这种语文教学的要求。其实他们还在一些低幼段的这种语言活动……读、写这个来对他说真的还是比较困难”（教师14，四年级语文）。
有教师进一步表示，她们必须按照培智学校语文和数学课程标准和教材开展教学，这样的要求限制了她们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的自由度。一位教师说到：“因为我们现在的课纲也是这样子的，国家的教材出来以后你就必须按它教。实际上我们每个孩子都情况不同，当实在是教不下去，真的是教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也蛮值得我们老师思考的”（教师23，六年级数学）。
教授重度障碍学生的挑战反映了学生群体复杂的个体需求与教师已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间的矛盾，而课程标准对教师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挑战。
3. 与相关人员合作的挑战：“家长的配合程度不是很好”
第三个挑战是与其他人员合作和沟通的问题。家长的配合是其中之一。许多教师强调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应发挥他们的作用，如在家提供额外的训练或辅导强化或补充课堂所学。但是她们也反映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低、教育参与度低，导致孩子的潜力无法得到发挥。一位教师说到：“我觉得可能现在跟家长的沟通也不是特别够吧。有的家长觉得他没有必要去花那么多时间去让小朋友做一些（学业任务），因为觉得他本来可能理解能力很差，你跟他讲了三四遍，他都没有反应，那就觉得算了。我就觉得家庭的支持跟个别化很有关系，就是老师在这边给他做个别化了，再怎么也只有几课时的时间，但是回家以后是不是家长能够继续配合，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家长是不是知道老师最近的个别化的计划也蛮重要的”（教师31，三年级语文）。
还有一些教师提到缺乏特殊教育专家、医生、言语治疗师等专业人员的支持，这成为她们开展个别化教学的一个障碍。

4. 备课的挑战：“工作量特别大”
备课时间和备课资源不足是教师们描述的第四个挑战。这些教师表示，一方面备课十分耗时；另一方面，她们平时任务多、工作量大，除了语文、数学的教学，还要承担其他学科的教学、班主任、课题、行政等其他工作，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个别化教学做准备。一位教师描述了这一挑战：“提倡分层教育是好的，可是他们并没有体会到老师的难处。因为如果我们每节课，我都得把教具分的那么细，确实老师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因为像我们还有其他的学科，像我们还有班主任的工作，然后可能还要承担课题的工作。所以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分层教育那些是比较美好的愿景，但是对于一线老师来讲，工作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尽可能去做，只是说尽可能去做”（教师3，四年级数学）。
此外，有些教师还表示，有限的教学资源（可直接使用的课件、教具等）进一步增加了她们备课时的负担。例如，一位一年级数学教师描述了她的压力： “课件都是就是老师自己再重新做出来的，因为你上一届教过的，哪怕是同一个年级的，你都没有办法，就是说按部就班去用的，你必须要调整。我们现在目前的困扰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最优的发展。但是第一，你这个时间不够，很多老师都是做班主任的，然后你想备课，找课件，资源不够，所以就是说资源是比较欠缺的感觉，时间不够、资源不够”（教师25，六年级语文）。因此，教师希望能减轻工作量，获得更多的备课时间和教学资源。
（五）小结
综合四个主题的分析可见，培智学校课堂中的个别化教学呈现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图景。教师在理念层面普遍认同根据学生差异开展教学的必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分层教学、评估与教学调整等尝试回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然而，整体来看，课堂教学仍主要围绕班级整体展开，统一的教学内容、以集体教学为主的组织方式、通用性的教学策略以及以“集体推进”为优先的教学决策取向占据主导。个别化教学多以附加、局部的方式嵌入课堂之中，而非从学生个体需求出发对教学目标、内容与过程进行整体规划而形成的教学常态。这种局部嵌入表现为：教师采用以能力分组为基础的分层教学；以日常观察与经验判断为主的学生评估；调整类型有限、针对性不足，且常为临时应对，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体需求。另外，虽然部分学校为学生制定了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但在日常课堂中这些计划的实施有限。
教师普遍感受到在现实课堂中难以充分满足所有学生的特殊需求，并将主要挑战归因于课堂时间与助教缺乏、重度障碍学生教学困难、人员协同不足以及备课负担等多方面因素。
五、讨论
（一）总论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上海市6所培智学校31名小学段语文和数学教师的访谈、教案及课堂视频的分析，呈现了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在实践中的整体图景。研究发现，尽管个别化教学在教师话语与制度要求层面已获得普遍认同，但在实际教学中，其实施并未形成以学生个体差异与发展需求为起点的系统性教学设计逻辑，而是主要以分层教学与局部调整的形式，嵌入于以班级整体推进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框架之中。
在这一图景中，教师的教学实践存在着两条逻辑线：其一是“集体推进逻辑”：以班级整体为单位，以统一的教学内容、进度、方法推进教学，以“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状态为参照，以教学效率为优先。其二是“个别化教学逻辑”：以每个学生的个体需求为起点，以评估数据和个别化教育计划（IEP）为基础，根据个体差异确定学习目标、内容、任务与支持方式。在特殊教育中，个别化教学逻辑本应贯穿从评估、IEP制定、教学设计与实施到学情监测的每一个环节，构成教学的主导依据（见文献综述部分）。然而，本研究显示，该逻辑并未真正贯穿于培智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具体而言，在许多学校，教师通常会在学生入学或学年、学期初基于个体评估为学生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IEP），这一过程体现了以学生个体差异为起点的教学逻辑。然而，在进入日常教学后，集体推进逻辑占据了主导，个别化教学并没有继续作为独立的教学设计逻辑展开，IEP目标未能在备课与课堂教学中得到系统的落实。尽管部分教师在教案中纳入了对不同能力组学生的分层目标，并在课堂中设置了一定的分层任务或提供额外的人员支持，但这些安排多是在整体推进教学框架下进行的局部嵌入式、补充性的调整，没有形成以系统评估为基础、以个体需求为起点统摄教学目标、内容与过程的整体设计；在某些情况下，当学生无法跟上统一进度时，教学调整则以即时性、补救性的方式出现。
换言之，原本在初始评估与计划环节中确立的个别化教学路径，在进入日常课堂教学阶段后出现了中断，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推进的教学逻辑，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吸纳与重构，个别化教学以嵌入的方式在集体推进主导的框架内得到有限体现，纵向上看呈现出一种“起点个别规划—过程整体主导—局部调整嵌入”的实践形态。
围绕上述核心发现，以下从教学实践、教师观念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回应三个研究问题（问题四将在“建议”部分讨论）：
问题一：上海市培智学校小学语文和数学教师实施个别化教学的现状如何？
问题二：这些教师如何理解和看待个别化教学？
问题三：培智学校中开展个别化教学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影响其实施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二）实践：集体推进逻辑主导下的有限个别化教学尝试
在前述“起点个别规划—过程整体主导—局部调整嵌入”的整体结构下，本研究中的个别化教学实践呈现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其一，个别化教学未能形成以个体需求为起点的独立教学设计逻辑，而是以嵌入的方式附加于集体推进框架；其二，在这种嵌入状态下，个别化教学的实施停留于较为粗略的层面，在对个体差异回应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适切性上存在局限，尤其难以满足重度障碍学生的学习需要。以下从这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1. 嵌入式实施：个别化教学未形成独立的教学设计逻辑
研究结果表明，在参与研究的培智学校中，日常教学主要围绕班级整体展开，教学内容、进度与方法等大多依据“多数学生”的能力现状设定。在许多学校，个别化教学虽在制度层面以IEP的形式得到体现，但在日常教学中，IEP并未系统转化为备课与教学设计的直接依据。个别化教学逻辑在进入日常教学后出现了“断点”：它在制度层面存在，却未能落地为课堂设计的实际依据。  

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相一致。辛伟豪等（2016）调查了杭州市培智学校的115名教师，发现教师很少在实际教学中参考学生的IEP（仅有27.3%的教师会每星期参考 1~2 次 IEP）。连福鑫等（2015）在杭州一所培智学校开展的研究亦发现，学生的IEP目标常常与教学目标脱节，IEP在日常教学中并未得到落实。 

面对学生之间的显著差异，教师尝试通过分层教学与局部调整回应学生之间的不同需求，但这些实践整体呈现出“嵌入式”特征。相关安排多是在既有以班级整体推进为主导的教学框架内进行的补充，而非基于个体需求对教学目标与学习路径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划。具体来看，从教案分析与课堂观察数据可以发现，教师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设置差异化的目标或任务要求（如减少任务数量、降低操作难度、提供辅助提示等），或通过助教、同伴支持等方式对部分学生提供额外帮助，但这些调整大多发生在原有教学内容、进度与活动结构不变的前提下。
进一步来看，在部分课堂片段中可以观察到，当学生难以跟上统一的教学节奏或未能完成既定任务时，教师才临时降低要求或提供额外提示，使教学得以继续推进。这类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生差异，但本质上依附于原有教学进程，属于局部的补充式优化，具有被动、滞后的特点，而非在教学设计层面预先统筹、系统规划的个别化安排。
与国际上关于个别化教学的建议相比（Giangreco et al., 2011; Janney & Snell, 2011），理想的实践应当以持续评估为基础，将IEP中的个别化目标系统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安排，并在实施过程中持续监测与调整。而本研究所呈现的实践样态是：在集体推进逻辑主导下，差异化学习需求只能通过碎片化调整的方式予以兼顾，由此，个别化教学更多表现为对既有教学结构的补充性嵌入，难以成为统领整体教学设计的核心依据。
2. 精准性不足：个别化教学在操作层面的局限
在上述嵌入式运作方式下，个别化教学在操作层面呈现出精准性不足的特征，对学生差异的回应在深度与实施质量上均存在一定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差异处理层面的个体指向不足
本研究中，教师应对学生差异的主要方式是分层教学，即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将班级学生划分为若干层次，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差异的教学目标、任务和支持。前人有关培智学校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做法（程朝洁，2021；王世滢，2022）。
有学者将我国的分层教学等同于西方国家的班内能力分组（例如，叶，2010；佐藤学，2010）。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欧美文献中的班内能力分组通常涉及将学生在“物理上”分组，即将能力相似的学生安排在一起作为一个教学单位，开展同质小组教学，代表了班级的教学组织结构特征（Lou et al., 1996）；而我国文献中的分层教学（毛景焕，2000；郤玲亚，2013）更强调在概念上对学生进行层次划分，并在维持集体教学的前提下为不同层次学生提供差异化的教学处理，并不一定涉及实际的小组教学。正如本研究中的教师将学生分为高、中和低能力组，但同一能力组的学生不一定作为一个教学组织单位，教师大部分时间采取集体教学，有时也采取个别活动、同质分组、异质分组等教学组织形式。
尽管分层教学在实践中应用很广，是一种在大班额条件下应对学生差异的相对简单且经济的方式，但将学生按能力分类分组的做法在国内外教育界都有争议（毛景焕，2000；Slavin, 1987; 1990; 1993; 佐藤学，2010）。分层教学的局限在于，它以“能力组”而非具体个体作为调整的基本单位。对于高度异质的发展性障碍学生群体而言，同一能力组内的学生在个体需求上仍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小组设计的目标与任务难以真正匹配每位学生的个别需求。此外，研究表明，按能力分组往往伴随着对低能力组学生的低期望和低质量教学（Slavin, 1987, 1990, 1993），这一倾向在本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虑到这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在培智学校中使用分层教学是否适宜，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总之，分层教学的做法体现了教育学中“群体化替代个体化”的现象（Tomlinson, 2001），即通过类别或层次来简化对学生差异的应对，不足以精准应对每位学生的独特学习需求。
2.2 评估与规划层面的系统性不足
本研究中，教师分层教学所依据的学生信息，主要来源于教师在统一教学框架下对学生表现的日常观察、非正式测试及经验判断，而非基于多元方法的系统评估。程朝洁（2021）的研究也发现，日常观察结合其他方式是培智学校教师最常用的评估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日常观察为个别化教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通常只能作为更客观、系统的评估方式的补充，难以单独支撑个别化教学决策（Fuchs & Fuchs, 1986; Janney & Snell, 2013）。发展性障碍学生教学的最佳实践建议教师系统设计个性化的评估方案，使用多种方法和信息来源，并客观记录和分析学生的表现数据，以此作为教学决策的基础（F. Brown et al., 2011）。
在评估薄弱的情况下，教师对学生差异的理解主要以课程标准和教材规定的技能为参照，以其他学生的能力水平作为比较基准。那些无法达到“标准要求”的学生被归入低能力组，教师在此基础上逐步降低期望，而非从学生的个体发展需求出发确定适切的学习目标。这一评估取向使个别化教学规划缺乏精准的以个体需求为起点的依据，也可能是IEP目标难以转化为具体课堂教学安排的原因。
2.3 教学调整层面的针对性与充分性不足
在上述评估与规划系统性不足的情况下，教师提供的教学调整在范围与质量上存在局限，这在重度障碍学生的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调整范围来看，教师的调整主要集中于对学生期望的降低或提高以及人员支持的安排，而对教学方法、材料和环境的调整相对较少。然而，对于重度障碍学生而言，仅使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通用性教学方法往往是不够的。已有研究表明，只有使用强度更高的系统教学策略，如基于应用行为分析的辅助、强化与错误纠正技术，才能有效支持重度障碍学生的技能习得与课堂参与（Snell & F. Brown, 2011; Spooner et al., 2012）。
从调整质量来看，教师已提供的调整在适切性上也存在局限。对于发展性障碍学生，恰当的学习目标应具备一定广度、有意义且适龄、难度适当（Downing, 2005; Giangreco, 2011）。然而，本研究中低能力组学生的学习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很有限，在年级间缺乏进阶；“消极教学”——即向学生展示材料但不要求其作出回应——在实践中也很常见，这类做法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难以促进学生有意义的参与。
此外，部分调整在设计上存在缺陷，例如在替代性表达任务中仅提供单一选项而无干扰项，导致学生的“正确回应”无法反映真实的学习掌握情况（Harayama, 2013）。在人员支持方面，助教和同伴支持虽被广泛使用，但其有效性有赖于专业训练与规范的实施方式（Brock & Carter, 2013; Carter et al., 2007），而这些条件在实践中往往并不明确。
上述现象与前人研究发现一致。程朝洁（2021）发现，在培智学校中，许多重度障碍学生基本不参与教学活动，处于“就坐”状态，教师采用层层降低要求的方式调整教学目标。刘晨（2021）发现培智学校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依自身经验而定，难易程度不当。类似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学校中同样普遍，包括为重度障碍学生提供缺乏挑战性的调整、安排脱离情境的无意义任务等（Causton-Theoharis et al., 2011; Downing, 1988; Downing & Peckham-Hardin, 2007; Pennington & Courtade, 2014; Zagona et al., 2022）。这表明重度障碍学生的教育支持问题是不同国家特殊教育教师共同面临的挑战，而非个别情境的特殊现象。  

综上所述，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中的个别化教学主要以局部嵌入方式在集体推进框架之中展开，尚未发展为以个体需求为起点统摄教学目标、内容与过程的独立设计逻辑。在这一状态下，个别化教学在差异处理的个体指向、评估与规划的系统性以及教学调整的适切性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局限，重度障碍学生的教学支持尤为不足。这些特征并非彼此孤立的实践问题，而是共同根植于个别化教学逻辑在日常教学设计中的弱化甚至缺位。为何以个体需求为基础的个别化教学逻辑未能在课堂中持续展开，而以班级整体推进为导向的教学逻辑却更具稳定性？后文关于教师观念与现实阻碍的相关探讨，将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
（三）观念：个别化教学的价值认同与决策依附
研究结果显示，在认知层面，所有教师都认可个别化教学的必要性与价值，认为在培智学校中关注学生差异、提供差异化支持是合理且重要的。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白雪，2016；程朝洁，2021；Ding et al., 2006）。
然而，教师也普遍认为在现实课堂中充分落实个别化教学存在较大困难。与Ding et al.（2006）基于问卷数据得出的“仅少数教师认为个别化教学难以实施”的结论相比，本研究基于深度访谈所呈现的教师看法更为复杂，显示出教师对个别化教学可行性的审慎和保留的态度。这种差异可能与研究方法有关：相较于问卷，深度访谈能够更充分地捕捉教师在教学决策中隐含的实践权衡和潜在矛盾。
结合“实践”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到，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更倾向于在班级整体推进主导的基础上，通过分层安排和局部调整等有限的方式回应学生差异。这意味着，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价值认同，并未转化为以个体差异为起点的教学设计原则。在教师的观念中，个别化教学似乎更多表现为一种需要在集体推进的现实条件下需要兼顾的教学要求，而不是具有主导地位的决策依据。这种认同与行动之间的落差，并非简单的知行不一，而是两种教学逻辑在教师观念体系中长期共存但在实际决策中地位不对等的结果。
        这一现象可以用Argyris与Schön（1974）提出的“倡导理论”（espoused theory）与“使用理论”（theory-in-use）解释：教师在访谈中所表达的对个别化教学的认同，更接近于在政策与专业话语影响下形成的“倡导理论”，体现了对教学应然状态的规范性理解；而在教学决策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则是在长期观察和实践中形成的、以班级整体推进为优先的“使用理论”。在教学实践中，后者由于更为教师所熟悉、操作性更强、可控性更高，往往在决策中占据优先地位，从而使个别化教学以分层与局部调整等弱化的形式被吸纳进既有教学框架之中，只得到有限的体现。至于这一“使用理论”为何具有较强稳定性并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将在后文进一步分析。

（四）影响因素：结构性条件与课堂行动逻辑的共同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在尝试个别化教学的过程中面临多方面挑战，主要涉及创造调整机会、教授重度障碍学生、与他人协作以及备课等方面。教师所提及的具体阻碍因素大体可归纳为三类：环境因素，如班额较大、缺少助教、缺乏家长与专业支持、课程标准限制、工作负担较重及资源不足等；学生因素，如学生差异大、问题行为多及障碍程度重等；以及教师因素，如相关知识与技能不足、对部分学生的学习期望较低以及既有教学理念的限制等。这些发现与前人研究结论总体一致（程朝洁，2021；刘晨，2021；王世滢，2022；Scott et al., 1995）。
在教师因素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理解偏差。与已有研究类似，本研究发现部分教师将个别化教学等同于个别教学（侯亚丹，2013）。例如，约有三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充分满足个体需求意味着需要为每个学生提供一对一关注；有教师据此推断，如果班级有多名学生，则需要将一节课分成几段，每段时间只关注一位学生（例如，如果有七名学生，将一节课分成七个四分钟的片段）。这些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个别化教学“难以实施”的判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许多教师指出大班额、缺乏助教是阻碍她们进行个别化教学的主要因素，并强调如果增加助教或缩减班额能帮助她们更好地开展个别化教学。然而，分析显示，即使在部分资源条件较好的班级（配有助教或较低生师比的班级，如生师比小于3:1），课堂仍以集体教学为主导，个别化教学的实施程度并未显著提高。助教在课堂中的作用，往往更多体现为对低能力组学生的照料与支持，从而保障教师能够顺利推进面向整体的教学活动。例如，有教师指出，尽管她意识到低能力组学生可能得益于助教提供的有针对性的小组教学，但她担心小组活动会破坏课堂常规，干扰“主流”教学和其他学生的学习，因此不愿意做这样的安排。这一现象提示，个别化教学的实施水平，并不能仅通过资源条件的改善得到提升，教师所遵循的集体推进逻辑构成了重要制约。在外部资源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逻辑仍然得以维持，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这套集体推进的操作逻辑之所以顽固，可以从更深层的结构加以理解，即“有关学校的深层结构信念”（deep structure beliefs about schooling，Brighton, 2005; Tye, 2000）。根据学者们的观点，深层结构信念是一个社会中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教师通常不会质疑这些信念的合理性；这些信念持续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决策，是一种“阻止学校组织和工作方式发生变革的力量”（Tye, 2000）。在我国学校情境中，集体教学长期作为课堂的基本组织形式（Stevenson & Lee, 1995），与传统文化取向及学校运行方式相契合，因此相关教学理念成为一种深层结构信念。培智学校早期以轻度障碍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沿袭普通学校的集体教学传统，因此，集体推进的教学理念在培智学校教师的实践中也具有强稳定性。相比之下，以个体差异为基础的高度个别化教学，对课堂结构与教学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容易在现实条件下受到限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揭示的多方面阻碍因素，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共同指向一个挑战：在学生差异扩大（尤其是重度障碍学生增加）的背景下，培智学校现有的教学模式、资源条件与教师观念之间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矛盾。在这一矛盾之下，教师虽认可个别化教学的价值，但在结构性约束与集体推进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个别化教学在进入课堂后经历了一个被吸纳与重构的转化过程，最终以局部、嵌入的形式呈现。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将在下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加以阐释。
（五）理论模型
本研究揭示了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在多种环境、学生与教师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教师一方面认可个别化教学的价值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在实际课堂中主要通过分层教学和局部调整等方式对学生差异作出回应。这种实践整体上呈现为“起点个别规划—过程集体主导—局部调整嵌入”的形态，在连续性、系统性以及对不同学生群体的支持程度方面均存在局限。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已有研究中关于文化价值观、传统教学实践及资源条件可能影响个别化教学实施的相关判断（丁怡，2001；Ding et al., 2006；盛永进，2005；肖非，2005）。同时，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制约个别化教学落地的深层障碍，并非仅在于外部条件的不足，更在于教师在课堂行动层面长期内化形成的集体推进逻辑。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基于质性资料对特定情境中的教学实践进行分析，其结论主要反映的是所研究情境中的典型特征，相关发现的普遍性仍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
在综合分析教学实践、教师观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解释性的整合框架，呈现个别化教学在培智学校课堂中的运行理路，称为“个别化教学的嵌入依附模型”（见图1）。嵌入依附是指个别化教学并非作为独立逻辑在课堂中展开，而是被集体推进逻辑吸纳并重构，以局部性、补充性的方式嵌入集体推进的教学框架之内，并依附于集体推进的课堂进程运行。[image: image1.jpg]F-E: HR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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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个别化教学的嵌入依附模型
该模型采用背景、机制、结果的三层结构，试图将外部条件、教师观念与课堂实践整合在同一分析框架之内，下面对这个模型进行说明。
1. 第一层：背景
模型的背景层呈现了影响个别化教学实施的两类输入性条件。
其一为结构性约束，包括班额规模、课程与时间限制、资源与支持条件，以及学生的异质性与障碍程度、教师的知识与技能等。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限定了个别化教学的可操作空间。本研究发现，即使在资源等外部条件相对较好的班级，集体推进逻辑仍占主导，个别化教学的实施程度并未显著提升。这表明结构性约束并非直接决定个别化教学水平的充分条件，其作用须通过第二类条件才得以充分理解。
其二为教学逻辑约束，即两种在教师观念体系中长期并存但在实际决策中地位不对等的教学逻辑之间的张力：即两种在教师观念体系中长期并存但在实际决策中地位不对等的教学逻辑之间的张力：以学生个体差异为起点的个别化教学逻辑（作为制度倡导与专业规范的应然取向，是Argyris与Schön所称的“倡导理论”）与以班级整体推进为导向的集体推进逻辑（体现为长期形成并固化的课堂运行惯性，对应“使用理论”）。在我国学校情境中，集体推进逻辑构成一种“深层结构信念”（Tye, 2000）；培智学校早期以轻度障碍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沿袭普通学校的集体教学传统，使得集体推进逻辑在教师实践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正是这一稳定性，决定了两种逻辑在教学决策中的地位不对等：集体推进逻辑在实践中持续占据主导，而个别化教学逻辑则被弱化为需要在现实条件下加以兼顾的补充性要求。
2. 第二层：转化机制
模型的核心在于机制层，即个别化教学进入课堂情境后，如何经由集体推进逻辑的吸纳与重构，被转化为特定实践形态的内在过程。本研究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嵌入式依附转化机制”，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子过程构成。
第一，逻辑吸纳，即个别化教育目标在进入课堂后，被纳入以班级整体推进为主的教学逻辑之中，并转化为面向不同能力组学生的分层任务，从而由“个体化处理”转变为“类别化处理”。例如，本研究中教师普遍将学生划分为高、中、低三个能力组，以组为单位设置差异化目标，实质上已偏离了以个体需求为起点的设计原则。
第二，过程依附，即教学调整往往并非预先设计的基于个体需求的调整方案，而是依附于课堂整体进程，在学生难以跟上进度或无法完成任务时被动触发，具有即时性、滞后性的特点。这类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学生差异，但本质上是对集体推进进程的维护，而非对个体学习需求的系统回应。
第三，结构弱化，即个别化教学的具体操作和质量在集体推进逻辑下被削弱。一方面表现为IEP等个别化设计在进入日常课堂后，未能转化为持续发挥作用的教学依据，而是弱化为间歇性参考。另一方面表现为在评估系统性不足的情况下，教师提供的教学调整在范围、类型与质量上受到限制。弱化则使个别化教学在操作层面难以真正匹配学生的个体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过程并非在所有教师或所有课堂中以完整形态同时出现，而是作为一种在既定教学情境与运行逻辑下反复生成的典型机制，在不同课堂中呈现出不同程度与不同形式的组合。尽管具体表现存在差异，但整体来看，这三类过程构成了理解个别化教学在课堂中运行方式的关键分析维度。
机制层右侧的信念与实践系统（包括Argyris与Schön的倡导理论与使用理论的分离，以及深层结构信念）作为机制持续存在的解释性来源，说明上述三个过程得以在教师观念认同个别化教学的同时仍然稳定运作的深层原因。
3. 第三层：实践形态
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培智学校课堂中的个别化教学实践在动态上呈现为特定的过程形态，在静态上则表现为若干实践特征。
就过程形态而言，个别化教学在纵向上呈现出“起点个别规划—过程集体主导—局部调整嵌入”的运行轨迹：在学年、学期初的评估与IEP制定阶段，个别化逻辑得到体现；进入日常课堂后，集体推进逻辑通过上述三个子过程对个别化教学实施吸纳与重构，使其以局部性、嵌入式的方式从属于集体推进框架。
就实践特征而言，主要表现为：以能力分层为主要差异回应方式，个体指向不足；评估缺乏系统性，教学决策更多依赖经验观察而非精准评估数据；教学调整呈现即时性、补救性特点，针对性有限；重度障碍学生的学习支持尤为不足。
本研究所提出的嵌入依附模型，是在对来自六所培智学校的质性资料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推论性框架，具有以下几点限定。
第一，该模型反映的是本研究所调查的上海市培智学校小学段语文和数学课堂的典型特征，其结论的外部效度有待后续研究在更广泛的情境中加以检验。
第二，该模型的三个机制概念是对课堂运行逻辑的类型性概括，而非对每一节具体课堂的精确描述，不宜将其理解为一套固定的线性流程。
第三，该模型并非基于扎根理论等系统性建构方法所生成的理论，而是研究者在质性资料分析基础上，为提炼和整合主要发现而构建的解释性框架。其理论主张具有推论性与假设性，旨在揭示个别化教学未能系统展开的内在机制，而非对相关因果关系的断言。其理论主张有待后续研究，尤其是基于更大样本的量化研究或不同情境下的质性研究，进一步检验和修正。
六、建议
本研究发现，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的核心问题在于个别化教学逻辑未能在课堂设计层面持续展开——它以制度形式在起点处存在（IEP制定），在教师话语中被认同，却在日常课堂中让位于以班级整体推进为核心的教学逻辑，仅以局部补充的方式间嵌入式出现。这一现象意味着，改进个别化教学不能仅靠局部增加某种实践或增加资源、培训，而需要围绕“如何让个别化逻辑贯穿课堂运行并占据主导”进行系统重构。在集体推进逻辑占主导的情况下，个别化教学难以通过局部改进实现实质性提升。基于此，本研究从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提出建议。
（一）贯通评估与课堂：建立IEP持续实施链条
本研究发现，个别化教学逻辑的中断首先发生在从IEP规划到课堂实施的转化环节。学校在学年或学期初完成评估与IEP制定后，这一逻辑并未在日常备课中得到持续展开，IEP目标与课时目标之间缺乏系统的转化路径。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将IEP从一份学期性文件重构为贯穿教学全过程的动态依据，这需要从评估质量与IEP落实两个环节入手。
在评估层面，现有评估以学生在统一课程框架下的表现为参照，难以揭示学生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个别化发展需求。建议将生态评估（ecological assessment）与基于课程标准的评估相结合，系统记录学生在学业、沟通、社交、自理等重要发展领域的表现。生态评估是指考察每一个学生在其当前和未来所处的环境中正常活动所需要的能力，将个人需要但又未掌握的技能作为教学内容，主张学习内容必须与年龄相符、且在学生个体的生活学习中有意义（Snell & Brown, 2011）。基于生态评估的教学不是从既定技能出发，而是从学生在真实环境中的具体需求出发，是一种高度个别化的教学。

按照Snell和Brown（2011）的建议，生态评估可遵循以下步骤：（1）明确关键生活环境与情境：识别学生日常生活中必须参与的环境，例如教室、餐厅、校内活动、社区或家庭场景；（2）确定功能性任务：分析每个环境中学生所需掌握的具体技能，例如在课堂上独立完成作业、在餐厅正确使用餐具或遵守排队秩序；（3）观察与记录实际表现：在自然情境中观察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记录其独立完成程度、提示需求及行为反应；（3）分析技能差距：将学生当前能力与环境要求进行对比，识别尚未掌握但对独立生活和学习有关键意义的技能；（4）制定教学目标：根据差距分析设定可实现、功能性、与年龄相符的个体化目标，为IEP制定和日常教学提供具体依据。附件D是一份生态评估表。
在IEP落实层面，关键在于建立从IEP目标到单元目标再到课时目标的分解转化路径，使个别化目标能够在备课阶段就进入教学设计。教师可以借助IEP-教案对照表（见附件E），在备课时明确每位学生的核心IEP目标对应哪些课堂学习环节及所需支持方式，将个别化规划从学年、学期初的制度性要求，转化为日常教学设计的实际起点。
（二）转变教学设计逻辑：从“补充性调整”转向“前置性规划”

本研究显示，在许多情况下，教师的教学调整以即时性、应对性方式出现，而非在教学设计阶段预先统筹。这一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个别化目标未能在教学设计层面与集体推进目标形成衔接，而是在课堂推进遭遇困难时才被临时触发。改变这一状态的关键，在于将个别化规划前置于教学设计阶段。
建议在教学设计层面系统建立双层目标结构：在规划集体推进目标的同时，明确每位学生的个体发展目标，预先规划不同目标在哪些课堂环节中得以实现、通过何种方式加以支持。操作上，教师可在教案中增加个别化适配栏（见附件F），预先标注不同学生的差异化任务、参与方式及所需提示水平；课堂实施中动态记录学生所需提示变化，为后续教学调整提供直接依据。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单一依赖集体教学会导致个别化支持机会的结构性不足（Udvari-Solner, 1992）。建议灵活运用集体教学、同质小组、异质小组与个别教学等多种形式，特别是重视小组教学的作用——与集体教学相比，小组教学使教师更容易关注个体学生；与一对一教学相比，小组教学更为节省人力资源（Snell & Brown, 2011；于素红，2014）。大量实证研究证实，在小组情境中对中重度障碍学生实施个别化教学具有良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Brown et al., 1980；Collins et al., 1991；Kamps et al., 1990）。
此外，将IEP目标的教学延伸至一日常规活动——如在午餐、课间等情境中嵌入沟通或自理技能的练习——也是增加个别化教学机会的有效路径，已有研究证实嵌入式教学对重度障碍学生具有积极效果（Riesen et al., 2002）。教师可借助“计划矩阵表”等工具，系统规划IEP目标在不同活动情境中的教学机会（Snell & Brown, 2011）。

另外，在教师与助教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还可通过系统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间接增加课堂中个别化支持的覆盖空间。可在个训课中借助任务清单、视觉日程等工具，训练学生按步骤完成学习任务并进行自我记录，并将这种能力迁移至集体课堂。当部分学生在部分时间能够相对独立地开展学习活动时，教师可将更多支持资源集中投入到高需求学生，从而优化课堂中个别化教学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性障碍学生自我管理训练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已有实证支撑（Wehmeyer et al., 2000）。
（三）优化教学调整：提升重度障碍学生支持质量
本研究发现，教师的教学调整主要集中于目标和任务要求的降低以及人员支持的提供，而对教学方法、材料与环境的调整相对匮乏。更值得关注的是，针对重度障碍学生的调整往往以“降低期望”的方式出现，缺乏以提升能力为目标的系统支持。
在调整维度方面，有必要帮助教师建立更为系统的教学调整框架，使其能够从目标与任务、材料与内容、参与方式、环境与流程以及支持方式等多个维度出发，为不同学生设计有针对性的调整方案。例如，在同一学习活动中，能力较强的学生学习完整技能，中等水平的学生在辅助下完成关键步骤，而能力较弱的学生则通过指认、图片选择或辅助沟通工具参与活动——这种“同一活动、多重路径”的设计思路，有助于在课堂中实现个别化支持。
在针对重度障碍学生的教学方法方面，研究表明仅使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一般性教学方法往往不足以支持重度障碍学生的技能习得，需要引入系统教学（systematic instruction）策略，包括任务分析、提示层级设计、提示渐隐以及即时强化等（Snell & F. Brown, 2011; Spooner et al., 2012）。这些策略已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撑，建议通过专业培训和持续的教学指导，帮助教师将其纳入日常课堂实践。
此外，替代性参与方式的设计也需要更为严谨。本研究发现，部分教师为无口语学生提供的“指认”任务缺乏有效的辨别条件（如未提供干扰项），导致调整在形式上存在但实质上无法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为无口语或书写有困难的学生提供替代性表达方式，需要基于辅助沟通与认知评估的专业知识进行科学设计（Harayama, 2013）。另外，可通过提供简短培训，使助教成为个别化教学的执行者，而非仅作为课堂秩序维护者。
（四）推动教师实践逻辑的转变：持续开展反思性实践
本研究借助Argyris与Schön（1974）关于“倡导理论”与“使用理论”的分析框架揭示，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认同更多停留在规范层面，而在课堂行动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长期形成并固化的集体推进行动逻辑。这意味着，仅依靠理念倡导或单次培训难以撼动教师的实际教学决策方式，需要通过将反思性实践制度化，推动“使用理论”层面的实质性转变。

建议在学校层面建立以个别化教学为主题建立教研共同体，采用设计—实施—分析—再设计的教研路径，帮助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纳入IEP目标或预先规划的差异化任务，在实施后通过录像回看或同伴观察，分析不同学生在关键环节的学习表现，再据此调整后续设计。在这一过程中，反思的焦点应从“我的教学计划是否完成”转向“学生是否在关键个别化目标上发生了学习”，以学生学习证据（学习状态和学习成效）作为评价教学的核心依据。

另外，教师个体理念的转变还有赖于学校层面评价文化的同步调整。有必要在学校层面逐步建立新的教学质量标准，在教学评价体系中系统引入个异化教学相关维度，例如教学设计是否体现学生差异、是否设置多层级学习任务、不同学生是否获得有效参与机会等，并通过示范课等形式展示高质量的个别化教学课堂样态。只有当学校层面的专业规范与教师个体的实践逻辑同步调整，个别化教学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制度性支撑。

综上所述，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的改进，需要在评估与计划、课堂设计与组织、教学调整质量以及教师实践逻辑四个层面协同推进。其根本目标不是否定集体推进的组织效率，而是在集体推进框架内建立以IEP为核心的个体发展目标持续进入课堂，使个别化教学从当前的局部补充状态，逐步转向系统设计、贯穿教学全过程的稳定实践形态。
七、研究结论与反思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6所培智学校课堂实践的多元数据分析，系统考察了个别化教学的实施状况、教师观念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三方面相互关联的结论。

第一，在实践层面，个别化教学主要以嵌入方式在集体推进框架内展开，未能形成以个体需求为起点统摄教学目标、内容与过程的独立设计逻辑。个别化评估与IEP制定虽在学期初得到一定落实，但在进入日常教学后，这一逻辑出现了明显断点：IEP目标未能系统转化为备课与教学设计的持续依据，学生个体差异在教学实践中被类别化处理。在操作层面，个别化教学的实施在精准性上存在明显不足：差异处理以能力分层为基本单位，个体指向有限；评估主要依赖教师的日常观察与经验判断，缺乏系统性；教学调整以即时性、补救性为主，在针对性与适切性上存在局限，对重度障碍学生的支持尤为薄弱。上述实践特征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根植于个别化教学逻辑在日常课堂层面的弱化甚至缺位。
第二，在教师观念层面，教师普遍认同个别化教学的必要性与价值，但同时认为在现实课堂中充分落实存在较大困难。这种“价值—困难”并存的观念，并非简单表现为观念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而是在具体教学情境中转化为一种稳定的行动取向：教师更倾向于在班级整体推进的框架内，通过分层安排与局部调整回应学生差异，而较少以个体需求为起点对教学目标与路径进行整体重构。借助Argyris与Schön（1974）的“倡导理论”与“使用理论”框架可以理解，教师对个别化教学的认同更接近于在政策与专业话语影响下形成的规范性表达，而在教学决策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在长期实践中内化的、以班级整体推进为优先的行动逻辑。后者在课堂决策中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使个别化教学以嵌入方式被吸纳进既有教学框架之中。
第三，在影响因素层面，个别化教学的实施受到环境条件、学生特征与教师因素的多重影响，包括班额规模、课程与时间限制、资源与支持条件、学生异质性程度，以及教师相关知识与技能不足、对部分学生学习预期偏低、对个别化教学存在理解偏差等。然而，本研究进一步揭示，这些因素并非直接决定个别化教学的实施水平，而是通过既有课堂组织逻辑发挥作用。研究发现，即使在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班级，集体推进逻辑仍然占据主导，个别化教学的实施程度并未显著提升。这表明，制约个别化教学落地的深层障碍，并非仅在于外部条件的不足，更在于集体推进逻辑作为一种深层结构信念（Tye, 2000）的高度稳定性——集体教学长期作为课堂的基本组织形式，与传统文化取向及学校运行方式深度契合，并通过长期教学实践内化为教师的行动惯习，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仍得以维持。
综合上述三方面发现，本研究认为，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的实施困境，本质上体现为个别化教学逻辑与集体推进逻辑之间持续存在的矛盾与张力。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与教师既有行动取向的共同作用下，个别化教学并未作为独立逻辑在课堂中展开，而是经由“逻辑吸纳”“过程依附”与“结构弱化”三个相互关联的转化过程，被吸纳并重构为集体推进框架内的补充性安排。为整合上述发现，本研究构建了“个别化教学的嵌入依附模型”，以背景、机制、结果的三层结构呈现个别化教学在培智学校课堂中的运行逻辑，从机制层面揭示了个别化教学在现实课堂中的生成路径。
（二）反思和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6所培智学校31名小学段语文和数学教师的访谈、教案及课堂视频的系统分析，对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的实践状况与教师观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在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描述个别化教学的实施现状或列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研究基于丰富的质性数据提出了个别化教学的嵌入依附模型，将个别化教学实践特征、教师观念与影响因素整合为统一的解释框架，从而将相关研究从“是否实施”与“受何影响”的描述性层面，推进到“如何运作”与“为何呈现为当前形态”的机制性分析层面。同时，本研究也表明，个别化教学的推进不仅依赖于资源投入或技术改进，更涉及对课堂既有行动逻辑的重构。
另一方面，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有待后续研究加以深化和拓展。以下是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可研究的方向。
第一，本研究选取的31名教师均来自上海市，且仅聚焦于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其观点与实践不能代表全国培智学校教师的整体状况，也未能覆盖其他学科教师及专业支持人员为学生提供个别化支持的情况。此外，部分教师未能提交教案和课堂视频，相应访谈数据缺乏三角验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完整性。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培智学校，并结合量化方法对本研究发现的普遍性进行系统检验。
第二，本研究未系统收集每位学生的背景信息与学习结果数据，因此难以判断教师为不同能力组学生提供的教学调整是否真正契合每个学生的个别需求，也无法评估不同教学逻辑下学生实际发展的差异。建议后续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特定学生的教育项目进行跨学科的长期追踪，全面收集学生相关信息，以更系统地评估教学调整与个体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并考察个别化教学的实际效果。
第三，本研究所揭示的个别化教学逻辑在课堂设计层面的结构性缺位以及相应的解释性框架，其适用范围与边界仍有待在不同类型学校与教育情境中加以检验与修正。后续研究可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更大规模样本上对相关发现进行系统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干预研究，探索促进培智学校个别化教学有效实施的具体路径与相应的教师专业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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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教师基本信息问卷
1. 您目前任教的学校：___________

2. 您的性别：

A.女         B.男 

3. 您的年龄：___________岁

4. 您的教育经历：（多选，请勾选您的所有学历并填写对应的专业） 

A.专科，专业：___________

B.本科，专业：___________

C.硕士，专业：___________

D.博士，专业：___________

5. 您获得的教师资格证的学科：（多选）

A.语文

B.数学

C.其他：___________

D.没有资格证

6. 您的教龄是：___________年（包括您在普通学校和特殊学校任教的所有经历） 

7. 您在辅读学校教授发展性障碍儿童（例如智力障碍和自闭症）的教龄是：___________年

8. 除了任课教师以外，您在学校中有无其他职位？

A.有，请说明：___________

B.无

9. 您目前任课的班级数量：___________个 

10. 想想您目前教授的班级，回答：

（1）各班所属年级

（2）您在各班教授的科目

（3）各班学生数

（4）助教和其他辅助人员的数量（包括学校和家长雇佣的助教、实习老师和志 愿者）

	班级
	年级
	科目
	学生数
	辅助人员数

	班级1
	
	
	
	

	班级2
	
	
	
	

	班级3
	
	
	
	

	班级4
	
	
	
	


11. 您任教的1~6年级语文或数学课的班级，每个障碍类别的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障碍类别
	学生数

	A.单纯轻度智力障碍
	

	B.单纯中度智力障碍
	

	C.单纯重度智力障碍
	

	D.单纯自闭症
	

	E.智力障碍和自闭症的多重障碍
	

	F.智力障碍和肢体障碍的多重障碍 
	

	G.智力障碍和健康损伤的多重障碍 
	

	H.智力障碍和感官损伤的多重障碍 
	

	I.其他多重障碍 
	

	J.其他障碍或残疾：___________
	


附录B 访谈提纲
下面的问题聚焦于您教授的1~6年级语文或数学班级。
Q1. 请您介绍一下您班级的学生。
· 这些学生有什么残疾或特殊需要？
· 在学习您教授的学科内容时，他们有什么困难? 他们语文/数学学科目前的能力水平如何？ 
· 这些学生有哪些言语语言沟通、健康、视觉、听觉、动作肢体、社交和行为方面的障碍或损伤？
Q2. 请介绍一下您平时是如何教学的。
· 当您教授一个班级时，对那些学习（您所教授的内容）有困难的一个学生或一组学生，您怎么教？
· 面对学生的不同能力和需要，您怎么教？
· 描述一节您上过的课。后续问题：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学生如何参与到这节课中？
· 教学时您最常用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什么？
在回答问题2时，如果访谈对象提及对学生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继续A部分问题；如果访谈对象经多次提示仍未提及个别化教学的相关措施，跳转至B部分问题。
A部分
如果在回答问题2时，访谈对象提及对学生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但描述过于空泛（如“我针对学生特点进行教学”），则向他们询问所使用的具体策略及细节和例子。
· 能举一些例子吗？
Q3. 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备课的。您如何做出使用刚才提到的策略的决定。
· 您如何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在何种活动中使用这些策略?
· 您如何决定对哪个学生使用什么策略？
Q4. 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针对学生不同特点进行教学的策略，这些策略和其他类似的策略被称为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或教学调整。您对使用这些策略对您的学生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有什么想法或看法？
·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有关个别化教学利弊看法的信息，直接问：
· 您认为使用这些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策略有什么好处？
· 使用这些策略有什么弊端？
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有关个别化教学的阻碍或促进因素的信息，直接问：
· 在您计划或实施这些策略去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过程中，有什么阻碍因素？有什么因素使得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变得困难或不可能？
· 在您计划或实施这些策略去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过程中，有什么促进因素？有什么因素使得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更轻松简单？ 
· 什么能够帮助您更好、更成功地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
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有关教师培训的信息，直接问：
· 谈一谈您接受的有关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职前和在职培训。
· 这些培训对您的教学有什么帮助？
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学校相关政策的信息，直接问：
· 您的学校有哪些有关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政策要求？
B部分
在问题2中，如果访谈对象经多次提示仍未提及个别化教学相关措施，询问他们对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看法及阻碍因素。 
Q3. 我知道有一些老师会使用一些策略为不同能力水平和需要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譬如布置不同的任务、使用不同的教学材料和方法，这些策略被称为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或教学调整。您对使用这些策略对辅读学校的学生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有什么想法或看法？
·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Q4. 您有没有想过对您的学生使用类似的策略？
· 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
· 什么因素阻碍了您使用这些策略？
· 什么因素会促进您去使用这些策略或进行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如果访谈对象表示有意愿）
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有关个别化教学利弊看法的信息，直接问：
· 您认为使用这些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策略可能会有什么好处？
· 使用这些策略有什么弊端？
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有关教师培训的信息，直接问：
· 谈一谈您接受的有关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职前和在职培训。
· 这些培训对您的教学有什么帮助？
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学校相关政策的信息，直接问：
· 您的学校有哪些有关个别化教学或教学调整的政策要求？
最后所有的访谈对象需回答以下两道多选题。
Q5. 您的职前培养课程中是否涉及以下内容？
A. 发展性障碍儿童（如智力障碍和自闭症）的课程和教学

B. 发展性障碍儿童的评估

C. 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教学调整的概念

D. 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教学调整的设计和实施

Q6. 您的在职培训课程中是否涉及以下内容？

A. 发展性障碍儿童（如智力障碍和自闭症）的课程和教学

B. 发展性障碍儿童的评估

C. 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教学调整的概念

D. 个别化教学、差异教学、教学调整的设计和实施

附录C 编码和类别
1. 学生描述
2. 必要性/好处
2.1 提到重要/有价值

2.2 正面效果
2.3学生差异的要求
3. 缺点

3.1 耗时/增加工作量
3.2 影响教学进度

4. 挑战和障碍

4.1提到困难/不足

4.2创造调整机会的困难
4.2.1 学生的复杂需求/差异大
4.2.2 高生师比

4.2.3 集体教学（作为障碍）

4.3教授重度学生的困难
4.3.1 学生障碍程度重
4.3.2 教师缺乏知识和技能

4.3.3 课程标准要求

4.4了解学生能力和特征的困难
4.5与其他人员合作的困难
4.5.1 缺乏家长的支持

4.5.2 缺乏专家/专业人员的支持

4.6 备课的困难
4.6.1 教师工作量大/没有时间备课
4.6.2 缺乏课程和教学资源
4.7 其他障碍

5. 促进因素

5.1 资源

5.1.1 助教
5.1.2 小班额
5.1.3家长和其他人员的合作/支持

5.1.4 更多的教学资源和材料

5.1.5 减轻工作负担/更多的备课时间

5.2 策略（作为促进因素）

5.2.1 教学策略（作为促进因素）

5.2.2 个训/课外一对一教学（作为促进因素）

5.3 减少学生差异/进一步能力分组

5.4 教师培训和提高技能

5.5 其他促进因素

6. “标准化”教学
6.1 备课“标准化”
6.1.1 预先确定的内容

6.1.2 考虑整个班级的特点

6.2 一般性教学策略

6.3 分组形式

6.3.1 集体
6.3.2 班内一对一

6.3.3 小组

6.4 “标准化”教学相关的传统理念
7. 评估策略

7.1 考试

7.2 课前测试
7.3 观察/“我知道“
7.4 询问家长或其他教师

7.5 其他评估策略

8. 调整策略

8.1 教学调整：非具体

8.2目标和任务的调整
8.3 不同类型和水平的人员支持

8.3.1 教师

8.3.2 同伴

8.3.3 助教
8.4 在课外提供更多教学

8.4.1 教师课外辅导或一对一教学

8.4.2 家长在家辅导
8.5学习环境的调整

8.6信息呈现方式的调整
8.7 其他调整
8.8 缺乏调整
8.9 调整有关的决策

9. 其他
9.1 学校要求

9.2 误解/狭隘概念
附录D 生态评估表

生态评估表
基本信息
	学生姓名
	
	年级/班级
	
	评估日期
	

	障碍类型
	
	评估教师
	
	学科
	


	一、现有活动参与能力（当前课堂情境）

	能力领域
	具体表现描述
	独立程度
	所需提示类型
	备注

	语言理解
	能否听懂教师指令、课文内容、数学题意
	
	
	

	语言表达
	能否口头回答问题、复述、描述
	
	
	

	阅读识字
	能否认读拼音、汉字、词语（语文）
	
	
	

	数概念
	能否认数、数数、理解数量关系（数学）
	
	
	

	书写能力
	能否描写、仿写、独立书写
	
	
	

	运算能力
	能否进行加减法、应用题计算（数学）
	
	
	

	注意力与参与
	能否保持课堂注意力、完成学习任务
	
	
	

	沟通方式
	主要使用口语/手势/图片/AAC等方式沟通
	
	
	

	独立程度说明：① 完全独立  ② 语言提示  ③ 示范/手势提示  ④ 部分肢体辅助  ⑤ 全程肢体辅助  ⑥ 无法参与


	二、未来环境需求分析（生态化视角）

	生活领域
	当前/未来环境中需要的能力
	与语文/数学的关联
	优先级

	家庭生活
	如：能认识家用品标签（语文识字），能数出需要的物品数量（数学）
	
	□高 □中 □低

	社区活动
	如：能阅读公交站牌（语文），能识别价格/找零（数学）
	
	□高 □中 □低

	学校活动
	如：能理解课堂指令，能完成基本书写任务
	
	□高 □中 □低

	职业/转衔
	如：能阅读简单说明，能进行基础计算
	
	□高 □中 □低


	三、学生优势与学习偏好

	维度
	具体描述
	对教学的启示

	认知优势
	
	

	感知觉偏好（视觉/听觉/动觉）
	
	

	喜好与强化物
	
	

	已掌握的学科相关技能
	
	


	四、本学期优先目标建议（基于以上评估）

	目标领域
	具体目标描述（SMART格式）
	评估依据
	实现路径

	优先目标1：
	
	
	

	优先目标2：
	
	
	

	优先目标3：
	
	
	


说明：本表由班主任或主学科教师在学年/学期初完成，作为制定IEP目标及日常教学设计的基础依据。建议每学期更新一次，并与工具二、工具三配套使用。
附录E IEP—教案对照表
IEP—教案对照表
将个别化目标转化为日常课堂教学设计的起点
课程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课时
	
	年级/学科
	

	授课教师
	
	课堂日期
	
	班级人数
	


IEP目标与课时目标对照
	学生
	本学期核心IEP目标
	本节课对应的课时目标
	相关教学环节
	差异化任务设计
	所需支持方式

	学生A（高能力组）
	
	
	
	
	

	学生B（中能力组）
	
	
	
	
	

	学生C（低能力组）
	
	
	
	
	

	学生D（低能力组）
	
	
	
	
	

	学生E（低能力组）
	
	
	
	
	


	支持方式参考（可在上表中填写编号）

	编号
	支持类型
	编号
	支持类型

	①
	语言提示
	⑤
	同伴支持/合作学习

	②
	视觉提示（图片/卡片/流程图）
	⑥
	助教全程辅助

	③
	实物/具体材料操作
	⑦
	辅助沟通工具（AAC/图卡）

	④
	部分完成任务/降低数量
	⑧
	消除干扰/调整座位环境


	IEP目标课堂落实自查清单

	□ 本节课是否明确了每位学生的个体目标，并与IEP保持一致？

	□ 个体目标是否在教案中预先标注，而非依赖课堂临时判断？

	□ 不同能力组的差异化任务是否已在备课阶段完成设计？

	□ 所需的支持方式（提示、辅助、材料）是否已提前准备？

	□ 是否有计划记录学生在个体目标上的表现，以便后续调整？


说明：本表在单元备课或课时备课阶段填写。建议教师在查阅学生IEP后，先确认每位学生本节课的个体目标，再设计差异化任务及支持安排，确保个别化逻辑在备课阶段即进入教学设计。
附录E 教案个别化适配栏
教案个别化适配栏
预先标注差异化任务、参与方式及所需提示水平，嵌入日常教案
课程基本信息
	课题
	
	学科
	□语文 □数学
	年级 / 班级
	

	教学目标（集体）
	


各教学环节个别化适配设计
	教学环节
	集体教学内容 （时间）
	A组（高） 差异化任务
	B组（中） 差异化任务
	C组（低） 差异化任务
	提示水平 A/B/C
	人员支持 安排
	材料 准备

	导入 （　分钟）
	
	
	
	
	
	
	

	新授 （　分钟）
	
	
	
	
	
	
	

	练习 （　分钟）
	
	
	
	
	
	
	

	巩固/拓展 （　分钟）
	
	
	
	
	
	
	

	小结 （　分钟）
	
	
	
	
	
	
	


	提示水平说明

	级别
	提示类型
	级别
	提示类型

	1级
	完全独立完成，无需提示
	4级
	动作示范 + 语言说明

	2级
	间接语言提示（如：想一想…）
	5级
	部分肢体辅助

	3级
	直接语言提示（如：请你…）
	6级
	全程肢体辅助


	课后个别化反思记录

	学生
	本节课个体目标达成情况
	下一步调整建议

	学生A
	
	

	学生B
	
	

	学生C
	
	

	学生D
	
	

	学生E
	
	


说明：本表作为教案的附件或组成部分，在备课时完成。教师可根据学生人数和分组情况调整行列。'提示水平'一栏填写数字1-6，'人员支持安排'填写：教师/助教/同伴。建议课后在'反思记录'中记录学生实际达成情况，作为下一节课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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